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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治與中央集權 
—1950 年代北京藉由行政區劃 

將民族區域自治導向國家整合的過程
* 

吳啟訥
** 

摘 要 

1950 年代，北京的新政權以「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兩項
新政策，取代了清末和民國針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行省化政策。

本文考察中共在建立五個省級民族自治區的同時，調整邊疆行政區劃的
過程，指出其政策實未改變清朝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國家整合目標，且在
執行方式上，汲取了中國歷朝和蘇聯強化中央集權、防杜少數民族分離

的經驗。在新疆，中共以「自下而上，廣封眾建」的方式，操作各級民
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建置、轄境劃分事務，讓維吾爾人的政治資源受到其
他少數民族的稀釋與制衡。而在其他四個自治區，中共也因時因地制宜，

或將漢人聚居區劃入內蒙古，使蒙古人成為少數；或壓縮藏族與回族自
治的地理空間；或整合、籠絡非漢民族中人數最多又溫馴的廣西僮族，
擴大其自治區域範圍，造成僮族與嶺南漢人地方主義傳統相互牽制的局

面。本文認為，中共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手法靈活、細膩而有原則，
最終不止成功地在法律上將非漢民族地區事務明確定位為主權國家內
政，同時也將該制度中潛在的離心因子有效侷限在可控制範圍內，真正

實現了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直接有效的政治統治和行政管轄。 

關鍵詞：行省化、行政區劃、中央集權、民族區域自治、分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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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中共經由「民族識別」，1在中國大陸建立了制度化的「民族

身分」與族群關係的整體框架。以此為基礎，中共又建立了以否決少數民族脫

離中國國家體制為前提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毋庸質疑，中共從事民族識別，進而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動機，確有源自

共產黨意識形態理想主義的一面；而無論在其革命時期，還是建政之後，它都

曾嘗試從制度面設計及建立維護少數民族各項權益的體制。跡象顯示，「民族

區域自治」制度至少並非全然無效，因為它得到了少數民族民眾某種程度的支

持。在這項制度實施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原本在清朝和中華民國時代頻傳

的民族衝突和政府彈壓似乎大幅減少；少數民族民眾在文化、資源分配、乃至

政治參與等方面的具體權益，得到某種程度的保障，漢族民眾甚至抱怨當局對

少數民族過度優待，排擠了漢人的權益。對於中央政府的不滿，似乎只來自少

數民族上層，而這與漢族地主、資本家對共產黨的不滿似乎並無不同。 

然而，不論是中共早期主張的民族自決，還是後來主張的民族自治，從來

都不是無條件的。在建政之前，中共即堅持，民族的自決、自治，必須服從於

「無產階級的自決」；2伴隨民國時期外患情勢的持續升高，中共在動員民族

主義情緒高漲的漢人民眾與知識分子方面的需求不斷增加，必須相應調整黨在

涉及非漢民族政治權力議題上的表述，逐步在民族自決、民族自治周圍架設起

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的框架。3建政之後，中共同樣基於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

                                                           
1
  有關中共從事民族識別等政策的政治動機與結果的研究，可參考 Charles Keyes, “‘The Peoples of 

Asia’: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Thailand, China and Vietna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4 (November, 2002), pp. 1163-1203；以及 Colin Mackerras, “Conclusion: Some 

Major Issues in Ethnic Classification,” China Information 18:2 (July, 2004), pp. 303-313. 
2
  中共主張，民族自決是各無產階級的自決，只有無產階級的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決才是實質的平

等與解放；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口中的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決，不僅虛偽，而且有害。見〈中國

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收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編（以下略），

《民族問題文獻彙編》（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 15-19。 
3
  自建黨到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曾標舉「民族自決」原則，並主張以「聯邦制」解決中國

各民族間的政治定位問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割據江西時期，又主張少數民族「建立自己

的自治區域」，再以自願的原則決定是否加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抗戰期間，則改為在奉行共

產國際「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及「共同對日原則之下，少數民族有管理自己事務之權，

同時與漢族建立聯合統一的國家」；全面內戰時期，再改為「承認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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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立足於中國國家政權的角度，整合少數民族和邊疆的資源。為了永久杜絕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脫離中國國家體制與共產黨一元化控制的可能，北京將王朝

祖先間接統治王朝邊緣土地和人民的政策，改為全面的直接統治，目標在於確

保國家主權及於邊界範圍內的每一角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其背後由共產黨

掌握實質權力的體制，正是此一全面直接統治的關鍵環節。 

當然，中共並不是改間接統治為直接統治的始作俑者。漢、唐帝國在其擴

張過程中，都曾致力於以各種方式將朝廷的控制力投射到之前僅在名義上臣服

的邊遠外緣地區；繼承蒙元土司制度的明朝，不僅經由「眾建諸蠻」的方式削

弱土司，也在西南地區實行「改土歸流」。十九世紀末，清朝面對前所未見的

國際、地緣政治格局，更加速推動化間接統治為直接統治的進程。具體而言，

是著手將王朝的「藩屬」乃至「屬國」改制為政府直轄的行省，一方面駐軍、

設治、收稅，另一方面建立統一的教育體系，推廣儒家的文化價值，期待從文

化上漸次同化這些「半開化」的民族。繼承清朝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和國民政

府，都依循類似的政策方向，持續推動這一進程，然而並未完全達成預期的成

效。行省化措施，依序在伊、滿洲、內蒙古盟旗，以及藏語區東部得到了初

步的正面結果，新疆、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和西康相繼

建省；但在琉球、朝鮮、外蒙古和由拉薩政權直轄的藏語區，卻因種種原因無

法推行。大體而言，1950 年代以前，在前一類行省化的地區，中央政府的權

力仍然無法實質而深刻地投射到地方基層，甚至地方割據或列強入侵，都曾使

其中一些省分在一段時間內與中國實質分離；而後一類未能行省化的地區，則

在法律上或實質上脫離了中國的勢力範圍。 

與此對照，中共以革命手段奪取國家政權前後，卻在邊疆少數民族問題

上，採取了一種看似逆向思考、逆向操作的姿態：它放棄了清朝和中華民國針

對上述兩類區域的行省化政策，改採「民族分類化」和「民族區域自治」兩項

                                                                                                                                                         
權」，「建立少數民族自治區」，中共建政後所實施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於焉成型。參見

《民族問題文獻彙編》，頁 595、991、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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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觀上與之背道而馳的政策。 

為何中共不僅不鼓勵同化，反而推行分類化；不僅不繼續完成並且鞏固行

省化，反而推動邊疆少數民族自治，甚至透過調整行政區劃，為他們具體劃設

了廣大的自治空間？答案的關鍵在於，中共意識到，面對二十世紀與漢民族主

義一同覺醒的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訴求，仍然堅持在邊疆少數民族

地區以「行省」的形式尋求國家整合，已是一個不合時宜的選項；4相反地，

承認少數民族的「民族身分」和「自治權」，但將其有效限制在民族主義的另一

個產物─「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範圍之內，卻是一個可行的選項。5質

言之，中共並不打算改變清朝與中華民國政府所追求的整合性目標，但卻打算

放棄「行省」的外殼，代之以新創建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其新穎的外

觀，化解或至少減緩少數民族的不滿與反抗；同時落實清末以來「行省化」進

程的實質內容，即在法律上將（之前在王朝朝貢體制下屬於主權模糊地帶的）

非漢民族地區事務明確定位為主權國家內政，在實務上推動中央政府對非漢民

族地區直接有效的政治統治和行政管轄。 

既然中共在國家整合方面與清朝和中華民國目標一致，則它不可避免地會

利用前朝的政治遺產與傳統的政治手段，尤其是以行政區域劃分來強化中央集

權的體制。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成功的秘訣，在於借用蘇維埃俄國（以列

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為核心內容）的「現代」手法，重新包裝傳統。用毛澤東

的名言概括之，可謂「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本文首先嘗試從涉及邊疆少數民族區域行政區劃問題的中國傳統、蘇聯經

驗，以及二者在中共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之前，對中國各政治勢力的影響等

問題切入，討論中共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歷史淵源；繼而選擇新疆和新疆境內

的「三區」，剖析 1950 年代中共運用行政區劃調整，限制、改變民族區域自

                                                           
4
  參考〈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共中央關於關於考慮成立內蒙自治政府

的指示〉，收入《民族問題文獻彙編》，頁 323、1083。 
5
  參考〈關於內蒙自治問題，雲澤主席發表談話〉，《晉察冀日報》，民國 35 年 2 月 22 日，第

1 版；〈中共中央關於不宜成立東蒙人民自治政府給東北局的指示〉，收入《民族問題文獻彙

編》，頁 1011；周恩來，〈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收入同書，頁 1267。 



民族自治與中央集權 

 -85- 

治制度中潛在的離心傾向之細膩手法與詳細過程；然後將視角擴大到其他幾處

設立省級民族自治區域的邊疆地方，進一步觀察中共如何因地、因時制宜，以

靈活而有原則的操作手法，達成最終的國家整合目標。 

一、王朝傳統與清末、民國的遺產 

公元前三世紀，秦始皇為了達成將王朝中央權力直接投射到遠近各地的目

標，推動以郡縣制永久取代封建制，並設計了相應的行政區域劃分原則，成為

此後一千多年歷朝地方行政體制和政區界線劃分的藍本。直到唐朝後期的藩鎮

之亂，這項制度在保障中央集權、壓制地方離心傾向的功能上才漸漸呈現疲態。 

十三世紀，元朝創設行中書省（後簡稱行省）制度，是古代王朝地方行政

制度的重要變革。在劃分地方府、州政區界線時，大都朝廷一反秦漢以降側重

山川地形或歷史傳承等因素的思維，刻意將自然與人文環境差異甚大的區域劃

屬同一行省，同時將自然及人文環境接近的區域分別劃入不同的行省之中，以

減弱政區內自然生態特徵與經濟、文化及政治特徵的趨同傾向，造成各行省「犬

牙相入」、相互牽制的態勢。 

依「犬牙相入」模式劃界的效應，首先是導致各行省無山川險阻可依，失

去以往地方勢力割據稱雄的地理條件；其次，行省內部不易在文化、經濟因素

的驅使下，形成地方傳統利益圈；再次，既阻斷了地方傳統和文化身分認同累

積的過程，同時也阻礙了新的省籍認同的形成；最後，行省與所轄路、府、州、

縣間的統屬關係並不固定，可視中央的政治需要隨時調整。6 

元朝的行省制度與「犬牙相入」劃界模式，在遏止漢人地區的地方割據上

證實有效，因而也被應用在強化對非漢人地區的控制之上，例如對付新臣服的

藏語區。這些經驗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明、清朝廷、中華民國和中共政府的政治

                                                           
6  有關古代中國王朝行政區劃史的相關研究，可參考周振鶴，《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北

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國行政區

劃沿革史》（香港：中華書局，1990），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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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明、清兩季在劃定藏語區和其他非漢人聚居區的行政區域時，便大致沿

用了相同的政策邏輯。 

元朝設置與中書省、御史臺、樞密院平行的中央機構─宣政院，專責藏

語區行政事務，並於其下建立約略與藏語安多(Amdo)、康(Kam)及拉薩三個藏

語方言區範圍相當的脫思麻、朵甘思、烏思藏三個宣慰司。7朝廷時常調整宣

慰司的管轄範圍，有時將其邊緣區域劃歸屬中書省派出機構的行省管轄，8意

在以中書省的直接控制，取代由藏裔僧人主持的宣政院的間接控制；有時又擴

大宣慰司的轄境，9意在將朝廷原先經由行省根植於基層的控制力移轉到宣慰

司，其中包括利用原行省內州縣漢人人口較多的因素，牽制藏人。 

清朝初期沿用明朝的舊制，將西寧、河州等處劃歸甘肅行省，並將松潘、

阿壩等地和雅礱江以東的打箭爐等土司劃歸四川行省。十八世紀初，清朝結束

蒙古和碩特部對藏語區的統治，派兵進駐拉薩、昌都、里塘等地，任命西藏貴

族管理藏語區行政事務，接受清廷駐藏大臣的監督。1720 年代，又將原屬青

海蒙古管轄的各個藏人部落收歸清政府直接管理。至此，清政府得到重新調整

藏語區行政區劃的機會。 

雍正年間，清政府以金沙江為主要基線，劃分西藏和四川、雲南的界線；

又以當拉山（唐古拉山）為界，劃分駐藏大臣和青海辦事大臣的管轄範圍。拉

薩甘丹頗章政權的直接管轄區域，從此大致固定在衛藏（Dbusgtsang，今中共

西藏自治區的主體部份）和金沙江以西的康區（今隸屬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

拉薩當局在其直轄區域中設基巧（類似中國王朝的總管或總督）和宗、溪（相

當於縣）兩級行政區，每個基巧管轄十餘個宗、溪。同時，金沙江以東的康區

                                                           
7
  參考張雲，《元代吐蕃地方行政體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8
  例如元朝在藏人與漢人、色目、蒙古人雜居的今青海省黃河以北至河西走廊一帶，今甘肅省隴

西至天水、平涼一帶駐劄重兵，並設立永昌路、西寧州、臨洮府、鞏昌總帥府等機構，劃歸甘

肅行省和陝西行省管轄；今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部份屬雲南行省麗江府，另一部份則隸屬

朵甘思宣慰司。張雲，《元代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 
9
  如河州、岷州原隸陝西行省鞏昌路總帥府，後改隸脫思麻宣慰司；黎州、雅州原隸四川行省，

後改隸朵甘思宣慰司。張雲，《元代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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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多地區（今四川、雲南、青海藏語區）與拉薩間不再有政治與行政隸屬關

係；它們在名義上隸屬於清政府，不過實質上處於部落自治狀態。10清朝將青

海辦事大臣駐所設在甘肅省的西寧府，意在利用此一地處多民族、多文化邊緣

地帶的城市與中原的多方關聯，強化牧區與北京間的紐帶。由於辦事大臣轄區

事實上已具備省級政區的位階與功能，故此舉乃為青海建省、並設省垣於西寧

埋下伏筆。 

清朝末期，朝廷在邊疆非漢民族地區的統治遭逢內外兩面的挑戰：其一是

清政府傳統控制力的衰弱；其二，更嚴重的是西方列強對中國邊疆的覬覦。 

在邊疆危機面前，滿洲朝廷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聯合其他少數民族共同監

視漢人的政策，轉而以中華王朝的立場處理邊疆事務。這一方針，成為清末「新

政」的重要組成部份。具體而言，即是推動原為藩屬的清朝邊疆地區與內地政

治一體化的「行省化」政策。在危機感的驅動下，以行省化為目標推行的「新

政」顯得急切而魯莽，除了早在 1884 年即已行省化的新疆較為平靜外，內外

蒙古、藏語區的僧俗貴族十分擔憂其傳統利益遭受損害。 

在內外蒙古方面，朝廷開放漢人移民進入內蒙古草原墾殖，隨之設置州縣

管轄漢人農民。然而，朝廷設置的州、縣與蒙古盟、旗的轄境諸多重疊，11導

致蒙古貴族不滿，對其傳統保護者的向心力也連帶減弱。而對北京的向心力本

來就較內蒙古盟旗為弱的外蒙古王公，更不排斥俄國的引誘，預留了脫離中國

的後路。 

藏語區方面，清政府設立川滇邊務大臣，在整個康區推行改土歸流政策。

在邊務大臣趙爾豐經營下，川邊轄境跨過金沙江，納入雍正以來由拉薩噶廈政

府管轄的昌都地區，並於 1905 年起，著手籌畫將川滇邊務大臣所轄範圍改建

為行省。儘管該計畫因清朝崩解而中斷，但卻成為民國時期西康省的建省藍

                                                           
10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資料彙編》（北京：中國藏學

出版社，1994）。 
11

  蘇日塔拉圖，〈勒旺諾爾布對 1911 年外蒙古「獨立」的態度〉，收入陳理、彭武麟、白拉都其

格主編（以下略），《中國近代邊疆民族問題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

頁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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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與上述蒙古的例子相似，趙爾豐以擴大漢人向川邊、康區、雲南等地的拓

殖為核心的新政措施，受到當地藏人部落的抵制。康區藏人並請求拉薩噶廈政

府前來設立「基巧」，派官直接統治。康區州、縣與土司、寺院及噶廈設立的

地方行政區「基巧」、「宗」的管轄範圍重疊的現象層出不窮，這種奇特的「雙

重統治」現象，使青康藏高原東部多民族雜居區的族群關係陷入緊繃，也進一

步引發了西藏親英派貴族對北京朝廷的不滿與反制。12 

1910 年代初，外蒙古和西藏反向利用漢人革命派「驅除韃虜」的主張，

展開脫離中國的政治動作；而內蒙古以及民國建立後的滿洲和新疆等地，具有

政治企圖心的上層或宗教人士，也利用反漢意識，展開以獨立為訴求的政治運

動。民國肇建，分別受到俄、英勢力強烈影響的外蒙古與西藏，除各自尋求脫

離中國外，也試圖將自身的勢力分別擴展到內蒙古和川、滇、青等省藏語區。

外蒙古王公的動向未得到多數內蒙古王公的主動響應，加上北京政府利用歐戰

和內戰導致俄國勢力衰弱之機，短暫恢復對外蒙古的控制；然而日本勢力又逐

漸滲透到內蒙古東部，以致外蒙古雖於 1920 年代初在蘇聯操控下，最終脫離

中國，但已無力廣泛介入內蒙古事務。另一方面，在英國的鼓勵下，西藏也積

極尋求獨立。英國基於追求儘量擴大其與俄國勢力範圍間緩衝區的亞洲戰略，

仿效俄國分割內外蒙古之例，主張將川、滇、青三省藏語區劃為「內藏」，要

求中國政府撤回對「內藏」的實質統治，同時必須承認拉薩直轄區域─「外

藏」─的完全自治。噶廈政府不僅驅逐清朝駐藏大臣，拒絕其後中華民國政

府在拉薩設立常設辦事機構的要求，更致力於將政治影響力擴展到康區和安

多。1912 年、1917 年和 1930 年，藏軍三度攻入康區，川、滇、青三省軍隊則

數度反攻，將藏軍逐回雍正時期拉薩政權控制的範圍。13 

面對內蒙古盟旗和藏語區的局勢，民國政府選擇繼續推動行省化，阻止邊

疆內緣步上外蒙古及西藏的後塵。民初的北京政府，藉由倡導「五族共和」，

                                                           
12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資料彙編》。 
13

  參考 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UBC Press, 2006),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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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整合邊疆少數民族的資源；國民政府成立後，強調「中華民族主義」對外

和對內的雙重意義，持續加快邊疆行省化的進程，以此應付來自蘇聯、日本和

其他潛在外敵的威脅。1930 年代後期，日本入侵中國東半部菁華地區，國民

政府的政治中心與軍事主力被迫西移，意外使得蔣介石獲得一大機會，得以壓

制西部半獨立的地方漢人軍政勢力，並將國家力量直接投射到更具分離傾向的

西部邊疆非漢民族地區。因此，清末開啟、北洋踵繼的邊疆行省化進程，遂在

抗戰最艱困的時期，由國民政府部份完成。 

自清末到民國，中央政府在籌畫新疆、東北、內外蒙古、青海、西康等地

建省的過程中，對於元朝行省制的傳統有了更多的領悟和更為成熟的發揮。在

這些地區，政府更加廣泛地利用以往在農牧邊緣地帶累積的控制力與向心力，

將其盡力擴大到向心力不足的非漢人區域，並且較以往更加頻繁地運用行政區

劃調整措施，來追求邊疆整合的目標。14 

1884 年新疆建省時，清政府將位於哈密以西，但漢人和漢語穆斯林（「東

干」、「漢回」、「回民」）人口相對較集中的甘肅省鎮迪道劃出，與原伊

將軍轄區合組成新疆省，不僅延續準噶爾汗國及乾隆設置伊將軍府時期控準

（北疆）制回（南疆）的格局，更借助迪化的人口、經濟與政治優勢，強化對

塔里木盆地穆斯林的監控。 

1905 年，清廷內閣中書尹克昌在奏請設置建昌（即西康）行省時，主張

將四川省的雅州府、寧遠府、打箭爐廳和雲南省的麗江府、永北廳、永寧土廳

等人口相對密集區劃入新行省，就近控制康區巴塘、里塘、明正、瞻對各土司，

同樣是基於利用這些地方漢人或漢化程度較高的其他少數族群既有政治資源

的考量。 

1928 年，國民政府將位在內蒙古河套和中部地區的熱河、察哈爾、綏遠

等三個「特別行政區」，改制為行省；在西套蒙古地區設立寧夏省；次年初，

                                                           
14

  吳啟訥，〈民族認同，國際競爭與中國革命，1944-1962〉（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6），頁 35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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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完成青海建省。在劃定上述省分界線時，國民政府並未侷限於北洋時期「特

別行政區」的範圍，而是擴大了各省的轄境。在察哈爾，捨棄了以陰山和長城

為標誌的傳統界線，將漢人密集而相對富庶的河北宣化道十縣劃入省內；熱河

省與綏遠省也分別劃入原屬河北省及山西省的部份縣分；在西套蒙古，將鄰近

土地肥沃、漢人和漢語穆斯林人口密集的甘肅省寧夏道七縣劃出，與阿拉善地

區合組為寧夏省。前面提及清朝將青海辦事大臣衙門設置在甘肅省西寧府的例

子，可見民國青海正式建省時的行政區劃，顯然也是延續了清朝的政治設計理

念。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開始推動即將成為戰略後方的西康建省工作。1938

年 7 月，西康建省委員會決議，將四川省雅屬 6 縣和寧屬 8 縣，加上 2 設置局

改隸西康。該 14 縣 2 設置局人口合計近 130 萬，漢人比例和農業產出皆相對

較高；康屬 32 縣則以藏語人口為主，總數僅約 70 萬。15建省委員會主席劉文

輝等人宣稱，此舉有利於協助康區開發，其實這與阿壩地區羌藏雜居的 7 縣仍

隸四川背後的政治考量是相同的。 

國民政府在上述地區行省化措施的實質成效，並不像表面上那樣理想。寧

夏、青海二省事實上是甘肅漢語穆斯林軍、政、教一體勢力的家族化領地；西

康主政者劉文輝的勢力，其實只能控制雅礱江以東，接近四川的宜農地帶，相

較於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紀型態的噶廈政府藏軍，西康省軍甚至在軍事上居於劣

勢。16 

日本的入侵，一度完全破壞了中國政府整合東北和北部邊疆的進程。1930

年代前半期，日本實質占領滿洲之際，也控制了全部東蒙古，並將勢力範圍擴

展到河套與西套蒙古，扶植了以蒙古民族自治為名的德王、李守信傀儡政權。

日本控制下的滿洲國，曾一度將東北和東蒙古劃設為 19 省 2 特別市，其中在

                                                           
15

  參考辛宇玲，〈西康建省與康人「省籍意識」的出現〉，收入《中國近代邊疆民族問題研究》，

頁 339-371。 
16  參考林孝庭，〈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對 1930 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5（2004 年 9 月），頁 10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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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蒙古設「蒙政局」（又更名「興安局」），轄下分興安東、興安西、興安北、

興安南 4 省；這 4 省又曾整併為「興安總省」。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立即著

手恢復戰前內蒙古的行政建制，繼續推行各省分割內蒙古的政策。 

1945 年 9 月，國民政府重建熱河、察哈爾、綏遠 3 省政府，並將原滿洲

國轄境劃設為 9 個省。東蒙古的哲里木盟劃歸遼北省；呼倫貝爾地區劃歸興安

省；西布哈特地區劃歸嫩江省。上述地區在 1931 年前設置的各縣也一併恢復。17

國民政府在內蒙古設置的省、縣政府，分割了盟、旗的部份徵稅權。漢人農民

在繳納省縣政府租稅後，往往拒納盟旗地租。南京的邊政當局甚至進一步主張

廢除盟、旗，改置州、縣。18繼清末之後，國民政府此舉再度激化了盟旗與省

縣在行政管轄方面的衝突。 

面對這一情勢，一些內蒙古菁英以反對帶有殖民色彩的「二重政治」為由，

呼籲中央政府廢除在盟旗之上所設之省縣；另一些人則以國府業已承認外蒙古

獨立為由，要求允許內蒙古自治。有人更以對抗共產黨民族自決自治赤化主張

的誘惑為由，主張建立包含全內蒙古範圍的統一的自治政府。19 

面對中央政府和漢人地方軍政強權的壓力，追求整個內蒙古自治與更改以

內地化為目標的行政區劃的主張，一時難以實現。內蒙古政治菁英乃選擇國府

控制程度嚴重不足的東蒙古，向南京發難。1946 年 5 月，部份蒙古菁英代表

集會召開「東蒙古人民代表會議」，決議在前滿洲國興安總省的範圍內，自行

成立「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該會議後來成為 1947 年中共建立「內蒙古自

治政府」的基礎。20 

毫無疑問，累積二千多年中央集權經驗而形成的王朝傳統與政治遺產，在

                                                           
17

  傅角今，《東北新省區之研究》（南京：行政院新聞局編印，1947），頁 2。 
18

  賽航，〈抗戰勝利後國統區內蒙古自治運動述評〉，收入《中國近代邊疆民族問題研究》，頁

81-96。 
19  賽航，〈抗戰勝利後國統區內蒙古自治運動述評〉，收入《中國近代邊疆民族問題研究》，頁

81-96。 
20

  李玉偉，〈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與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8 年

第 3 期（總第 178 期），頁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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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具有難以替代的價值。但是，面對二十世紀因新舊因素交集，倍加

複雜的邊疆少數民族問題，傳統政治思維與政治手法的極限隨即浮現。追求建

立中國民族國家的革命政黨與共和政府，也發現「老辦法」不足以應付新問題。

檢討「老辦法」，借鑒「洋辦法」，創造「新辦法」，是統治現代中國的必然

選擇。 

孫中山在 1920 年代推行的「聯俄容共」政策，讓國民黨與北洋政府以外

的其他政治勢力，有機會見識到蘇維埃俄國這一同樣繼承了大筆帝國領土遺產

的多民族大國，建立在黨國一元和民族分類化兩根支柱之上的民族政策，並得

以領略其中奧妙。國民黨從布爾什維克黨國一元化體制中受到啟示，其他非共

政治勢力則基於各自的經驗與需求，嘗試在蘇聯式的民族分類方法和動員民族

資源二者之間建立連結。只有中國共產黨，同時領悟到蘇聯民族政策兩項基礎

缺一不可的秘訣。 

二、蘇聯經驗對中國各政治勢力的影響 

（一）蘇聯的民族分類政策及聯邦制名義下的一體化政策 

1917 年，布爾什維克建立政權後，面臨各民族急於瓜分沙皇帝國遺產的

危機，此一狀況勢將弱化蘇維埃政權本身。通權達變的列寧，既放棄了在沙皇

俄國的廢墟上建立統一國家的原始設想，也改變了曾經站在意識形態的角度支

持民族自決的立場，轉而主張在國家結構形式上，採行聯邦體制。但列寧為他

這項主張設立了兩項條件：第一，聯邦制將是完全統一前的過渡形式；第二，

布爾什維克黨在任何狀況下，都不應聯邦化。 

顯然，蘇維埃政權推動建立後來被稱為「蘇聯」的聯邦體制的真正動機，在

於吸納民族自決的能量，以求阻止民族自決的真正實現，從而維繫沙皇遺留的

領土擴張型帝國的命脈。在現實中，布爾什維克黨不僅成為替代性的統一體制

的權力中樞，而且更成功地將統治力輻射到沙皇體制從未到達過的社會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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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蘇維埃政權而言，當時的俄屬中亞等地尚處於部落狀態，莫斯

科對於各「民族」間的差異無從分辨。這種模糊狀態，恰好為普遍使用突厥語、

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人民，提供了（「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所主

張的）在「突厥」與「伊斯蘭」認同之下，聯合對抗俄羅斯人殖民統治體系的

可能。21對此，布爾什維克黨人的解決手段，是對中亞的突厥語穆斯林進行「民

族識別」，從而肢解現有的突厥斯坦共和國，並永久分化突厥語群體，消除從

中出現「突厥民族」認同的可能。 

1920 年中，俄共在中亞地區識別出五個「民族」，他們原本廣泛分布於

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喇子模等「社會主義共和國」或「人民共和國」之中，

任何一個共和國都沒有明顯的「多數」或「主體」民族。布爾什維克藉口此一

情形不利於「弱小民族」的自決，不利於消除「民族」間的文化隔閡與衝突，

更不利於列寧民族政策的實施和「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於是在 1924 年

一年之內，讓這五個中亞「民族」各自成立共和國或自治共和國。「民族識別」

與「民族共和國」劃分之後，這五個「主要民族」在「自己的」國家看似均居

於多數，成為「主體民族」，然而從現實結果看，被分類、命名後的諸「主體

民族」，並非真的生活在「自己的」國家中，他們在中亞總人口中其實僅占

34.6%，且在各自的共和國中僅勉強過半；更甚者，在中亞各主要城市中，俄

羅斯人均居多數，「主體民族」反而居於絕對少數，而此一城市民族人口比例

模式，在蘇聯體制下，更呈現持續擴大的趨勢。22 

其後，史達林曾在 1949 年初透過蘇共代表米高揚(A. I. Mikoyan)，頗具誠

意地向毛澤東傳授蘇聯向中亞移民的經驗，勸告中共採蘇聯模式向新疆移民，

控制中國中亞地帶的經濟命脈。23 

                                                           
21

  王智娟，〈中亞民族共和國的組建〉，《東歐中亞研究》，1998 年第 2 期，頁 83-90。 
22

  參考吳宏偉，《中亞人口問題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4）。 
23

  吳啟訥，〈民族認同，國際競爭與中國革命，1944-1962〉（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6），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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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蘇聯經驗對國民黨和盛世才的影響 

國民黨在「聯俄」過程中，對蘇聯操弄漂亮辭藻的高明手腕備感欽羨。蔣

介石意識到，蘇聯民族政策的秘訣，可以借用「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

這句描述蘇聯「社會主義民族藝術」政策的術語概括之。此語暗示，以往統治

當局和被統治民族雙方以極其認真的態度看待的「民族」問題，已經只剩下「形

式」；「問題」的關鍵被轉向「建設社會主義的核心力量」，亦即列寧所締造

的布爾什維克黨。1925 年 7 月成立的國民政府，有意師法蘇聯強化一元化統

治的經驗，建立一個「以黨治國」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之下，國家的最高決策

機關不是政府，而是黨的決策組織。24 

1930 年代前期，蘇聯支持下的新疆漢人將領盛世才，取得了對這個多民

族廣闊省分的控制權。蘇聯在盛世才對待新疆非漢民族的政策上的影響尤其重

大，對後世也產生了長遠的影響。盛氏離棄了民國初年的「五族共和論」和國

民黨的「中華民族宗族論」，挪用史達林式的「民族平等」口號和以「分而治

之」為目的的分類化(Korenizatsiia)手段，「識別」出維吾爾、哈薩克等 14 種

「民族」群體，並且為每一個新的「民族」類別創造出特定的歷史文化淵源。

此一行動，代表官方首次用「維吾爾」這一概念，指涉新疆南部使用突厥語系

語言的非遊牧人口。 

正如在蘇聯一樣，採行民族分類政策的目的，在於破壞從突厥語系穆斯林

當中產生更大範圍「民族」認同的可能性，並且假造出「民族」間的競爭，以

追求整合性的政治目標。盛世才宣稱：「民族平等政策使 14 個民族瞭解到，

新疆不僅屬於中國，而且也是屬於他們自己的。」25事實證明，從蘇聯學到的

統治術，確乎可以抵消反漢民族主義勢力的部份能量。多數新疆人看來都接受

了這種「民族身分」，僅有少數維吾爾知識分子對此抱持異議。26此種分類和

                                                           
24

  松本ますみ，《中國民族政策の研究》（東京：多賀，1999），頁 134。 
25

  A. S. Whiting, and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58. 
26

  其中之一，是推崇泛突厥主義主張的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見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M.E. Sharpe, 1990), p. 31. 



民族自治與中央集權 

 -95- 

分類方法，基本上為中共政權繼承，僅僅在細節上作了些微的調整。 

1942 年末，盛世才基於政治投機的考量，歸順中央政府。蔣介石在接手

控制新疆初期，使用的是恢復中國傳統治邊疆手法和「黨化」新疆的兩手策略。

然而，當時突厥語民族中的民族主義運動方興未艾，其中的激進分子甚至依恃

蘇聯強權的支持，武裝反抗中國統治，追求獨立建國。面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態

勢，蔣重新思考民族問題，決定向土著民族作出重大政治讓步，以換取其承認

中國對新疆全境的主權。1946 年 1 月，中華民國新疆省政府與伊寧「東突厥

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簽訂和平協議，後者同意在保有軍隊和勢力

範圍的前提下，取消其國號。 

1945-1949 年期間，代表蔣處理新疆事務的張治中等人，真誠希望經由縮

減專制傳統的影響，建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體制，擴大土著民族的政治參與，

一勞永逸地解決新疆問題，並以此為藍本，擴展到其他邊疆民族地區。 

此外，針對抗戰爆發以來，日本、英國和蘇聯利用中國邊疆民族問題，侵

奪或要挾中國利益的數起重大事件，1946 年 3 月，中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

第十九次大會通過〈邊疆問題決議案〉，規定了邊疆民族平等參政，以及國家

未來設計民族自治制度的方向。27稍後，它被具體表述為：邊疆民族地方作為

中國的地方政區，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中有關地方自治的規定；國家廣泛推行民

主選舉，邊疆民族地方各級民意機關和行政機構內，本地民族人士勢將居於多

數，地方自治自然等同於民族自治。但邊疆民族政區內的民族自治，必須是針

對政區內所有民族，區域內各少數民族均有權建立自己的民族自治區域。而

且，民族自治的範圍應以中央政府的職權為界限，國防、外交、經濟、交通、

司法等皆具全國性質；反之，中央政府亦有義務保障全國範圍內各民族一律平

等的權益。28 

四年多之後，新疆的新主人中共與同一批本地左翼民族主義者在討論「民

                                                           
27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頁 489-493。 
28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頁 489-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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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區域自治」問題時，雙方的邏輯、論點，甚至用語都與此時極度相似。中共

的思路，部份脫胎於國民黨大員張治中所表達的上述主張；尤其是張治中順理

成章地承繼了盛世才的民族分類學遺產，以「各民族自治」反制「維吾爾自治」

的手法，成為中共分散維吾爾人自治效力手法之濫觴。 

不同點只在於：其一，國民黨比較吝於為民族自治賦予法律上的名分，原

因是國民黨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忌憚各方輿論對於其是否遵循─至少是形式

上的─民主政治的監督；其二，國民黨強調民族自治等同於地方自治，背後

的理由顯然是不願放棄盛世才在新疆及國民政府二十年來在蒙、藏周邊地區推

動行省化的既有成果。相形之下，中共依照其「人民民主專政」實行者的自我

定位，則不必擔憂異議者引用法律，對其加以制衡，當然不吝給予名分；而且

在執行面，甚至可以更直接而有效地貫徹黨意，限縮民族自治的程度與範圍。 

（三）中共領悟聯邦制與黨國體制的精髓 

在 1922 年 7 月第二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宣言中，作為共產國際支部、蘇聯

政策代理人的中國共產黨宣示，黨的任務和奮鬥目標，是「統一中國本部為真

正民主共和國」；「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用自

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29 

從 1920 年代後期到 1930 年代後期，由漢人知識分子組成的中共，在江西

南部的偏遠山區，在「長征」途經的西南和西北崇山峻嶺，在陝甘寧「邊區」，

取得了從歷代漢人文人到國民黨政權等菁英分子不易取得的少數民族經驗。 

處在強大的國民黨以至日本軍隊威脅下的中共，為了動員一切能夠動員的

力量，乃將「少數民族」當作可資運用的力量之一，針對少數族群遭受漢人在

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歧視與排擠，提出了「民族平等」的口號，宣稱將以此

改善少數民族的處境。同時，將取得中國政權當作遠期目標的中共，不再天真

地尊奉聯邦制和民族自決權的教條，除了「民族平等」之外，另又祭出了「民

                                                           
29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收入《民族問題文獻彙編》，頁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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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區域自治」的新旗號，並且（可能比蔣介石和盛世才更深切地）領悟到蘇聯

在表面上的民族平等、聯邦制政策背後，以黨國體制達成實質而有效統一的秘

訣。 

中共在西北的基地，鄰近控制甘肅、青海、寧夏，敵視共產主義的漢語穆

斯林系地方軍政集團（「諸馬」）勢力。為了與「諸馬」進行政治競爭，中共

針對陝甘寧邊區漢語穆斯林聚居的狀況，設計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方案，以

爭取回民的支持。1940 年代初期，中共在寧夏省東部的鹽池縣、甘肅省東部

的正寧縣（陝甘寧邊區割該縣東部，另設新正縣）等地的漢語穆斯林聚居區，

設置了若干個民族自治鄉或民族自治鎮。30 

中共黨國體制下系統化的民族區域自治體系，則是在完成兩個步驟之後，

才完整建立起來的：（一）「民族識別」；（二）依「自下而上」（後改稱「由

小到大」）的順序，逐級建立被「識別」出來的各民族的民族自治地方。1947

年「內蒙古自治政府」建立時，中共尚未完整實踐這兩個步驟，直到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成立，才真正取得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成熟經驗，為此後以民族區域自

治的名義，全面控制及整合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奠定了基礎。 

三、新疆的「民族區域自治」與各級行政區劃  

（一）蘇聯式聯邦制與「民族區域自治」之爭 

盛世才統治下的新疆，一方面已經完成了民族識別，另一方面卻未能避免

民族分離運動的擴大。伊寧的分離主義暴動，幾乎是在盛氏離任的同時爆發

的。儘管蘇聯扶植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同樣又配合蘇聯的政治需

求，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協議，在名義上取消獨立，但伊寧政權仍長期保持對

準噶爾盆地的實質控制。當蘇聯將新疆作為禮物，送給新盟友中共後，伊寧政

                                                           
30

  Xiaoyuan Liu, “The Guomindang and the ‘Mongolian Ques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49,” Inner Asia 1(1999), pp. 16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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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又被中共接納為共同對抗國民黨政府的盟友。31 

1949 年 8 月間，伊寧集團對於向北京新政權爭取類似蘇聯式聯邦制下「高

度自治」地位的可能性寄予厚望。次月，周恩來當面告知前伊寧政權碩果僅存

的領袖賽福鼎等人，中共將要建立的新政權是「由中國各民族組成的統一的國

家」，32明確排除了複合制國家結構形式的選項。中共為籌備建政而召集的「政

治協商會議」和 1954 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皆規定，國家結構形

式實行單一制，全國各地都必須接受中央政府的統一管轄。這又在法律層面阻

絕了前伊寧政權期待中共採行蘇聯式聯邦制，將新疆改制為加盟共和國或自治

共和國的可能。 

中共於 1949 年 10 月建政後，新疆仍沿用過去的行省制。但中共公開承諾，

未來將在新疆推動民族自治。1951 年 2 月，新疆民族區域自治籌備工作的展

開，曾經令伊寧集團相信，這有可能是他們達成長期追求目標的另一次機會。

以前伊寧集團參與者為主的新疆本地民族幹部，在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討論

中，試圖將中共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定義修正為蘇聯式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

國的模式。33 

前伊寧政權倖存的最高階成員賽福鼎，當然贊同伊寧集團其他成員的主流

意見，但他比中下層幹部更清晰地體認到，北京在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中，預設

了不可逾越的底線。對此，賽福鼎的策略是降低維吾爾人訴求中的蘇聯色彩，

                                                           
31

  James Gao 的研究認為，1949 年上半年，蘇聯似乎一度希望阻止解放軍進入新疆，讓新疆在陶

峙岳等國府軍政人士管轄下，成為中蘇共之間的緩衝區。見 James Z. Gao, “The Call of the Oases: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Xinjiang, 1949-53,” in Jeremy Brown, Paul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84-204. 本文採用沈志華與薛銜天依據俄羅斯聯邦檔案館藏蘇共與中共會談檔

案所做出的研究結論。見沈志華，〈中蘇結盟與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近代史研究》，

1999 年第 3 期，頁 213-242；薛銜天，《中蘇關係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頁 391-392。 
32

  賽福鼎‧艾則孜，〈我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人民日報》，1995 年 9 月 28 日，第 12

版。 
33

  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在伊寧新盟積極分子參加召開關於「民族自治」座談會的簡報〉

（1951 年 3 月 28 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 0，目錄 3，卷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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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從中共民族政策中尋求空隙，期望從北京取得幾項實質利益：（一）建立行

政位階高於省級的大行政區級「維吾爾斯坦自治區」，直屬中央政府；自治區

的共產黨組織與人民解放軍則隸屬共產黨西北局；（二）自治區行政組織主要

由民族幹部組成；（三）自治區內以維吾爾語文作為官方公務語文；（四）除

軍事、外交、海關交中央政府處理外，其餘事務一率由自治區政府自行管理。

賽福鼎特別強調，應以民族的稱號「維吾爾」，而非地名「新疆」，作為自治

區的名稱。34 

1951 年 3 月，轉任中共伊、塔城地方各級行政職務的前伊寧政權幹部

共 51 人，在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伊區委員會圖書室舉行座談會，提出了

兩項主要主張：（一）成立維吾爾斯坦，保障維吾爾作為自治主體民族的權利。

（二）由自治民族軍隊負責民族自治區域內的治安和防務。35伊寧集團的訴求

逾越了中共民族政策的底線，甚至也超過了中共在進軍新疆前就保障伊寧集團

政治利益問題與莫斯科達成的默契，在中共的強力打壓下，遭到重大挫敗。36 

（二）行政位階提升願望的落空與分「省」之議的流產 

中共從 1949 年 10 月建政到 1954 年憲法頒布前後這一段時期內，在行政

區劃上作了較大規模的調整，設置了一些位階或功能特殊的行政區域。正式的

層級和權宜性的層級合計共有八級，由大至小依次為：大行政區（簡稱大區）、

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公署區、地方、地區）、行政區（「行政公署級自

治州」）、專員公署區（在指涉政區時簡稱專區，在指涉位階層級時簡稱專署，

                                                           
34

  賽福鼎的談話要點，見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1951 年〕二月二十日王震與賽福鼎同志

交換民族區域自治的談話紀要〉（1951 年 2 月 20 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 0，目

錄 3，卷號 10。 
35

  王震、高錦純、鄧力群，〈在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上，新疆目前敵、友、我階級關係的情況

報告〉（1951 年 3 月 8 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 0，目錄 3，卷號 10。 
36

  有關伊寧集團抵制中共勢力全面控制新疆及三區的過程詳情，見吳啟訥，〈從「國中之國」到

「省中之省」—1949-1955 年伊寧與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問題上角力的背景、過程與結果〉，

《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4（2007 年 12 月），頁 217-275。有關蘇聯方面的反應，可參考李丹

慧，〈對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歷史考察〉，收入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

向對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4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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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自治州、盟）、縣（自治縣、旗）、縣轄區、鄉（自治鄉、鎮）、鄉（鎮）

轄管理區。37與少數民族有特殊關係者則主要是「大區」、「行政區」、「專

署」（「專區」）等三級建制。38 

中共建政之初，缺乏足以全面替代前政府地方行政體系的各種資源與條

件，只好利用各大「野戰軍」的軍事指揮及政工體系，對中華民國遺留下來的

一級行政區域的運作，進行全面的或原則性的政策督導。這一作法與歷朝以中

央臨時派出機構監督具有坐大、割據傾向的地方政府相似，但只有中共所設立

的大行政區，才是涵蓋整個大陸國土範圍，且具有統一制度的省級以上行政建

制。 

1949 年末至 1954 年，中共以華北、東北、華東、西北、中南、西南六個

大區，作為地方最高政區，管轄省、省級行政公署和直轄市；大區政府（軍政

委員會）可獨立掌控人事任命、預算、財經計畫等，職權堪稱廣大。39同時，

鑒於內蒙古自治區和西藏地方事務涉及敏感的民族與國際問題，該兩處在行政

上不受華北或西南大區管轄，而直隸於「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因此該機構

在形式上也具有與大區相等的地位。40 

代表伊寧集團利益的賽福鼎目睹這一狀況，在明瞭中共絕不會接受新疆分

離，也不會接受新疆成為加盟共和國或自治共和國之後，自然對於實質擁有大

區的地位，抱持極高的期待。退一步而言，即使只是比照同期的內蒙古和西藏，

僅在名義上擁有與大區相當的地位，至少可以不必面對北京和西安兩個頂頭上

                                                           
37

  梁木生、王紅衛，〈我國行政區劃整體改革初探〉，《二十一世紀》，網路版期 44（2005 年

11 月）。 
38

  憲法頒布後，地方行政建制仍在某些方面保留了建政初期因應政治需要所做的特殊設置，後來

遂長期違反中共自身的憲政體制，成為權宜性的多級混合制。儘管在憲法和法律上規定地方行

政區劃為省、縣、鄉三級，但事實上，中共往往基於政治需要，仿照明、清、民國以來的傳統

省、府、縣、鄉四級行政區劃慣例，設置相當於「府」這一級的派出機構或政區。 
39

  鑒於中央各部門對於大區的工作干預過多，毛澤東在 1950 年〈關於財經工作給饒漱石等的電話〉

中說：「嗣後凡有中央業務機關規定任務方案在地方上窒礙難行者，請各區負責現場一經發現，

立即電告以便改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

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冊 2，頁 363。 
40

  張堅石等編，《地方政府的職能和組織機構》（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下冊，頁 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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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同時也可以在較大程度上保障北京承諾給予新疆的特殊政策彈性。平實而

論，1951 年 2-3 月間，賽福鼎等人向北京索要大區的地位，並不會顯得十分唐

突，因為這正好合於毛澤東對於此一時期建立「強有力的地方政府」的願望。41 

然而，隨著時局發展，賽福鼎等人的願望再度落空。1952 年夏季，中共

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進展順利，韓戰戰局也進入穩定對峙的狀態，中共領導人

轉而傾向在即將到來的經濟建設時期，加強中央集權。42不久，毛澤東即力主

提早結束「新民主主義時期」，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同時仿效蘇聯，全面

採行以中央集權為前提的「計畫經濟」。431952 年 11 月，大區行政委員會不

再是最高級的地方政區，其權責限縮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441953 年初，復

將主持各中央局的黨高級幹部調往中央，並逐漸縮減各中央局和各大區的機構

與職權。451954 年 8-11 月，六個大區的行政委員會先後撤銷，大區共產黨中

央局一併遭到廢除；46「省」級行政區域成為一級政區，等於回復到明、清及

中華民國時期的狀態。1955 年初，又將原有的六大軍區分割為十二大軍區。47

面對中央政策的劇烈轉折，賽福鼎有關將新疆的地位提升到大行政區位階的提

議未成，可謂生不逢時。 

事實上，伊寧集團提議將新疆行政位階升級的同時，中共治理新疆的要員

                                                           
41

  吳啟訥，〈從「國中之國」到「省中之省」─1949-1955 年伊寧與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問題上

角力的背景、過程與結果〉，《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4，頁 217-275。 
42

  〈毛澤東致（中共駐蘇聯大使）張聞天電〉（1952 年 6 月 20 日）；安子文，〈關於加強黨中

央辦事機構的意見〉（1952 年 7 月 18 日），見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編，《建國以

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冊 3，頁 474-475、508。 
43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卷 5，頁 267、275-276。 
44

  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卷 1 上，頁 760。 
45

  劉崇文、陳紹疇主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下卷，

頁 300。 
46

  1954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關。6 月 19 日，中央人

民政府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通過〈關於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和合併若干省、市建制的決定〉；

內蒙古和西藏相應降到與其他 29 個省級行政單位相同位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

年譜(1896-1969)》，下卷，頁 324。 
47

  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冊 4，頁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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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不同的考量，也曾重彈中華民國時期失敗的分「省」舊議，試圖以此提升

新疆的地位。土地廣袤的新疆在 1884 年才成為「新疆省」，其後中華民國北

京政府和國民政府的邊政大員於 1920-1940 年代，雖數次倡議將其分割設為二

至四個行省，但最終仍然不得不顧及延續數十年的行政區劃傳統，導致分「省」

之議全部流產。481951 年 3 月，中共在新疆的決策幹部王震、鄧力群主張藉推

行「民族區域自治」之機，一方面在整個新疆地區設置「大行政區」級政區；

另一方面在該「大行政區」範圍內，將新疆分割為三個省級政區。若不考慮時

局因素，從中共政權的立場來看，王、鄧的建議，具有分割新疆突厥穆斯林一

體感的效果。然而，由於這一建議與提升未來新疆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地位的提

議包裹在一起，難免因後者的不合時宜而一併遭到封殺。事實上，從中共對新

疆省級政區名稱的堅持，亦可體會到，一向重視「群眾基礎」的中共，有意維

護七十年來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土著漢人的「新疆省籍」認同。49緣此，分「省」

之議遂再度宣告流產。 

（三）行政公署方案的浮現 

中共治理新疆，不免遭遇政治困境，主要在於它接收了曾在新疆省境內建

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政府轄區；而這個前政權在反對國民黨

的「人民民主革命」中，理論上又曾是與中共站在同一陣線的盟友。由於中共

是利用賦予其「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一部份」的定位，換取其放棄分離主義的訴

求；又向蘇聯做出了維護伊寧集團利益的某種政治承諾，因而，中共自身也必

須為此一交易付出具體代價。它不能不顧及被承認為從事「人民民主革命」，

又有蘇聯支持背景的前伊寧政權的特殊利益，尤其是該政權曾經有效管轄過新

疆境內的一大片區域；否則，一旦受到這個有能力在整個新疆境內鼓動突厥穆

斯林反漢民族主義、背後又有蘇聯支持的「盟友」的抵制，或至少消極不合作，

                                                           
48

  吳啟訥，〈民族認同，國際競爭與中國革命，1944-1962〉（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6），第二章、第三章。 
49

  吳啟訥，〈從「國中之國」到「省中之省」─1949-1955 年伊寧與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問題上

角力的背景、過程與結果〉，《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4，頁 21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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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立足未穩的中共，將可能付出更高的代價。 

在此，中共自然聯想到其建政初期，為應對江蘇、安徽、四川等地棘手的

政治問題，而將該三省析置為八個省級「行政公署區」的前例。從前述王震、

鄧力群的建議，以及此後中共給予前伊寧政權控制區域的特殊行政區劃位階來

看，中共確曾考慮過比照 1952 年前在江蘇等地設置「行署區」的先例，在準

噶爾盆地正式設置一個省級「行政公署區」；但時機再度擦身而過。中共在

1952 年裁併八個省級行署區後，又於 1954 年將十一個中央直轄市降階為省轄

市；又將析置未久，規模較小的省併歸原省分，繼續完成 1952 年即已定案的

「廢藩」、集權工作。50與此同時，前伊寧政權問題的特殊性與敏感性並未降

低，因此，當 1953 年 6 月，中共確定在新疆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方案時，便

使用了一個模糊的概念，即允諾未來在前伊寧政權所轄「三區」，建立「行政

公署級」的民族自治地方。 

事實上，在中共建政初期的正式行政區劃體系中，只有行政位階相當於省

級的「行政公署區」，而並無「行政公署級」的設置。中共此時顯然並不打算

從新疆省的範圍中析置另一個省級行政區，但同時也確認未來「行政公署級」

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在行政位階上高於「專署級」；如此一來，「行政公署

級」這一名目，便成為正式體制外的權宜設計，陷入「妾身未明」的境地。 

1954 年中共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

人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後，其中並未發現任何有關「行政公署級」的地方行

政區劃層級，或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規定，中共仍然將前伊寧政權勢力範圍內

設置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定位為「相當於行政公署級」，同時命名為「伊哈

薩克自治州」。由於該「自治州」下轄三個專署級地方（原伊專署的九縣一

市以及塔城、阿勒泰二專署），並受省政府委託，代管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

它在形式上確乎獲得高於第二級地方行政區的地位。儘管連中共新疆分局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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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年，長春市和哈爾濱市曾短暫升格為省級的直轄市；但 1954 年再度被降階，改為吉林省

和黑龍江省的省會。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五期 

 -104- 

該「自治州」的行政位階與 1954 年憲法草案中對於「自治州」位階的規定相

衝突，感到焦慮，51中共中央卻以黨內政策和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逕行公告

執行，刻意忽略憲法和法律方面的問題。 

缺乏法律依據的「伊哈薩克自治州」，尷尬地夾在「省」級政區與「專

署」級政區之間，而其實連「專署」同樣也是一種違背中共自身憲政體制設計

的產物。只不過，1954 年廢除大行政區、裁併規模較小省分、降低眾多省級

直轄市位階的舉措，都使「省」的規模和權限再度膨脹；而「省」級的政府機

構，事實上尚未具備可直接有效地管轄分散於各角落的每一縣分的能力。這

樣，在「省」與「縣」之間，建立實質上相當於明、清、民國以來相當於府、

直隸州、道這一級的常設機構，便成為中共的另一個政治需求。 

（四）二級政區與「民族自治州」 

由經濟發展、交通通訊、管理人才等條件構成的省級政區管理能力，尚未

達到可直接輻射到縣級的程度，必須經由中間層級加以傳遞。而大陸多數省分

實際的幅員、地理狀況和交通通訊條件，顯然與理想狀況存在相當落差，新疆

可說居其中之最。因此，中共不僅保留了 1940 年代遺留下來的「專署」，名

義上作為省政府的派出機構，甚至進一步透過制訂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實施

計劃》等不同層級的法律，將「專署」級的「自治州」實級化，成為既有職位

亦有權責的第二級政區，以此達成一石二鳥之效。一方面，各第二級政區得以

設立完整的黨政機構，彌補省級黨政機構輻射力不足的缺憾；另一方面，所有

專署級民族自治州的自治民族，必定不同於省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民族，中

央政府和地方黨政機構得以利用賦予人數更少的其他非漢民族較多的權力和

資源，對居新疆人口多數的維吾爾族進行有效的牽制。因此，中共在新疆設計、

                                                           
51

  新疆分局曾請示中共中央，「憲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規定，自治區行政地位只

分三級，依此規定，哈族自治區順便改為自治州後，其對博區（亦為州級）領導關係問題便被

提出。全國有此問題時，憲法上可否再加一級？否則『州』領導」『州』或是由省直轄」？見

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關於新疆省級自治區名稱等問題的意見〉（1954 年 8 月 18 日），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 0，目錄 6，卷號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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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過程中，一開始便在保留十個「專署」級「專區」的

基礎之上，進一步規劃成立五個由維吾爾以外其他少數民族作為自治主體的

「自治州」（其中一個為「行署級」，四個為專署級）。（見表 1） 

表 1：中共建政前後新疆二級政區的變化 

1921-1949 年的二級行政區 

或行政督察專員公署 

1955 年的行政公署級自治州、 

專員公署級自治州、專員公署 

 行政公署級 專員公署級 

烏魯木齊 
鎮迪→迪化  

昌吉回族自治州 

伊 
伊 

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 

塔城 塔城 

阿山 

伊哈薩克自治州 

阿勒泰 

焉耆→庫爾勒 
焉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阿克蘇 阿克蘇 

（阿克蘇專署之阿合奇縣、喀

什專署之阿圖什縣、烏恰縣）
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 

喀什噶爾→喀什 喀什 

和闐 和闐 

莎車 

新疆省人民政府 

南疆行政公署 

莎車 

哈密  哈密 

資料來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通志》（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

社，1990），卷3，〈區域建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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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縣與「民族自治縣」 

「縣」是中國王朝行政區劃建制中歷史最悠久、最穩定的建制。中共建政

初期，對縣一級政區的調整幅度比較有限。從 1949 年到新疆省級民族區域自

治地方建置完成的 1955 年，全大陸縣級政區的數目大致都維持在 2,100 個左

右。其間，中共最引人注目的舉措，是將國民政府時期在邊疆非漢民族地區設

置的縣級機構「設治局」，轉為縣或民族自治縣，或併入鄰縣。此舉顯示中共

對邊疆的控制能力較國民政府時期有所提升。 

1953-1954 年間，中共大規模更改新疆縣級政區中帶有「歧視、侮辱少數

民族」意味的地名，同時也將一些縣分改制為「民族自治縣」。52前一舉措顯

示，在「減租反霸」、「土地改革」完成之後，中共對於控制範圍較小的民族

地方表現出自信，自然不吝於藉由更改縣市地名，展示其推動民族平等政策的

誠意（不過，中共拒絕在省一級政區比照辦理）；後一舉措則具有利用扶持較

弱勢的非漢民族，牽制其他相對強勢的非漢民族的意味。 

（六）鄉與「民族鄉」 

與新疆其他層級的行政區劃調整和內地鄉一級行政區劃調整的順序相

較，1958 年之前，除了將若干非維吾爾少數民族聚居的村莊改建為「民族鄉」

以外，新疆鄉級行政區劃的調整幅度相對小得多。但新疆依舊不能抵擋人民公

社化運動的大潮。 

與內地鄉村的情形類似，人民公社化運動第一次真正將中國國家政權的力

量深植於新疆的農村，甚至達到「減租反霸」、「土地改革」時力所不能及的

牧區。另一方面，它也與新疆突厥穆斯林的政教合一「烏瑪」體制，以及哈薩

克、柯爾克孜人的遊牧生活型態，發生了較漢人農業區更為激烈的衝突。由於

此一衝突涉及到本地住民各階層的成員，其激烈程度超過新疆歷史上任何外來

勢力與本地住民的衝突。中共固然未必在一開始便想藉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

                                                           
52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通志》，卷 3，〈區域建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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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進一步加強對本地突厥穆斯林社會控制（儘管這種控制的確是運動的副

產品），但傳統社會結構、體質和近代民族主義運動方面歷史記憶的巨大落差，

必然引發突厥穆斯林更為激烈的反彈。 

1958-1961 年期間，新疆的鄉、鎮，以及城市中的「區」，大多改制為「黨、

政、群（眾）合一」的人民公社。1962 年，準噶爾盆地數萬名哈薩克牧人和

塔蘭奇維吾爾農夫越境逃亡，其主要原因，與其說是中蘇共國家利益的衝突，

不如說是新疆突厥穆斯林對前所未見的政治高壓以及繼之而來的生存危機的

本能反彈。 

四、新疆與「三區」：自下而上、廣封眾建 

面臨漢人在人口比例上居於劣勢的新疆，中共必須設計出較之於內蒙古

─那裡相當程度上早已具備可供北京利用的基礎和雛型─更為精密有效

的行政區劃方案。歷史的演變證明，直到處理新疆問題，中共真正體悟到古代

王朝「廣封眾建（而分其勢）」的政治手段與「犬牙相入」的行政區劃思維的

箇中三昧。 

1952 年 9 月，依中共的設想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綱領》的

規定，成立「新疆省民族區域自治委員會」，制定了「由下而上」逐級實行民

族區域自治的方案。其基本原理是，在以維吾爾人居壓倒性多數的新疆省，普

遍建立以維吾爾以外其他少數民族為自治主體的專署級民族自治地方；而在專

署級民族自治地方，再針對那些較自治主體民族人數更少的民族，建立縣級民

族自治地方；依次類推，亦建立縣級以下之縣轄區、區以下之鄉的民族自治地

方。依照此一原理進行操作，在維吾爾族廣泛分布的整個區域中，將會有相當

高比例的地區被劃入非維吾爾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轄範圍。 

依此原理，中共逐級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從 1953 年 7 月開始，先從鄉級

和縣轄區級施行。11 月，鄉級的霍城縣伊車嘎善錫伯族自治區成立。自治區

內錫伯族居民居多數，同時還有哈薩克、索倫（達斡爾）、烏孜別克、漢、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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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爾、蒙古共八個民族的居民；因達斡爾族有 10 戶，烏孜別克族有 3 戶，故

分別分派了 2 名和 1 名人民代表的配額，53藉以顯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自治

民族「照顧」非主要民族的設計理念。到 1954 年 7 月，新疆省境內相繼建成

九個鄉級、七個縣轄區級的民族自治地方。 

1954 年 2-9 月間，中共政務院又相繼核准設立六個縣級民族區域自治地

方。54以最早成立的縣一級民族自治地方─焉耆回族自治區─為例，1954

年，在原焉耆縣境內，回族人口占居全縣人口的 33%，此外尚有維吾爾、漢、

蒙古等 7 個民族。1954 年，在全縣「基層普選」中選出的 118 名「人民代表」

中，回、維吾爾、漢、蒙古族代表分別居 48%、31%、13%、8%，另外還有 1

名哈薩克族代表。人民代表選出 21 人組成縣政府委員會，其中包括回、維吾

爾、漢、蒙古 4 個民族，由 1 名回族委員擔任主席。對比此地回族的人口比例

與其享有的政治資源間的差異，中共在焉耆抬升回族地位的意圖顯而易見。同

年 6 月 23 日，專署級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區成立後，焉耆回族自治區又歸屬

該蒙古族自治地方。55 

專署級民族自治地方，一般皆自原來的十個專區析置而出，實際結果是增

加了專署級行政區劃的數量。1954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從烏魯木齊專區

中析出烏魯木齊縣、米泉縣、昌吉縣，置「昌吉回族自治區」；從焉耆專區中

析和靖縣、和碩縣、焉耆回族自治縣，置「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區」；從喀什專

區析阿圖什、烏恰 2 縣，從阿克蘇專區析阿合奇縣，置「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

治區」；從伊專區中析出接近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的精河、博樂、溫泉三

縣，設置「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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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拴乾主編，《走向 21 世紀的新疆（政治卷）》（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頁 251。 
54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委、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校（以下略），《中國

共產黨新疆歷史大事記(1949.10-1966.4)》（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上冊，頁

100-101。 
55

  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焉耆回族自治縣概況》（烏魯木齊，新疆人

民出版社，1986），頁 35。人口統計資料引自中華人民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制工作委員會

編（以下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干調查資料彙編》（內部資料，1956）。 
56

  《中國共產黨新疆歷史大事記(1949.10-1966.4)》，上冊，頁 103-104。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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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署級民族自治地方中，成立時間最早、面積最大的是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區。被賜予自治民族地位的蒙古族占該區域內人口的 35%，而在自治州首屆

人民代表大會的 149 名代表中，蒙古族代表則占 49%，其餘為維吾爾、回、漢、

藏、哈薩克、滿等該州各民族代表。自治政府主席由蒙古族人士膺任。57此外，

在以烏魯木齊縣和昌吉、米泉二縣為範圍設置的「昌吉回族自治區」內，共有

11 個民族，其中主體民族為回族（東干人），人口比例占 37%。58 

中共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過程中，並非全無遭遇阻力。當中共確定讓

人口僅有 68,000 人左右的遊牧部落柯爾克孜人在南疆建立克孜勒蘇柯爾克孜

專署級自治區時，以「有利於未來發展」為由，規劃將附近的一部份維吾爾人

農業區也劃入，其中包括在經濟、文化上與喀什噶爾鼎立的阿圖什。然而，由

於阿圖什不僅是維吾爾人傳統的居住地，也是其近代教育的起源地，所以將阿

圖什劃入柯爾克孜人自治範圍內之議，引發維吾爾人反彈。在出身阿圖什的賽

福鼎的勸說下，反對聲浪得以消弭，中共最終依規劃範圍組建了柯爾克孜族的

自治地方。59自治區成立後，柯爾克孜族僅占總人數的 35%。60 

不過，與前伊寧政權的大本營伊寧、塔城、阿山三個專區（「三區」）的

行政區劃問題相比，阿圖什的問題顯然還不是最棘手的。1950 年代前期，中

共在新疆各地的建黨、建政和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工作，大致是沿用晚清行

省化和民國以來的行政區劃建制範圍。但在「三區」，中共黨組織的建制和民

族自治區域自治地方政權的設置，卻不得不依據政治局勢的演變，經歷了多次

變更。 

為求逐步控制「三區」，1950 年 1 月，中共將伊寧政權民族軍改編為中

                                                                                                                                                         
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 年—1966 年 4 月）》（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

社，1999），卷 1，頁 265。 
57

  厲聲主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頁 231-232。人

口統計資料引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干調查資料彙編》。 
58

  王維屏、胡英楣編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頁 46。 
59

  參考司馬義．艾買提，〈紀念賽福鼎．艾則孜同志九十誕辰〉，《人民日報》，2005 年 3 月 14

日，第 12 版。 
60

  王維屏、胡英楣編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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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解放軍第 5 軍，並以該軍為基礎成立省軍區級的伊軍區，由中共派遣

的政工幹部和個別被中共「破格」吸收入黨的民族軍指揮官，組成第 5 軍中國

共產黨委員會，兼代伊軍區黨委之職；軍區黨委又兼管伊區地方黨務。 

同年 7 月，中共在伊寧成立了受新疆分局領導，但相當於省級的中國共產

黨伊區委員會，下轄伊、塔城、阿山三個地方委員會（簡稱地委）；同時

賦予在伊的黨組織以及甫加入中共的前伊寧集團上層人士超乎尋常的黨內

高階。1952 年 7 月，第一階段任務大致達成，伊區黨委宣告撤銷。 

1954 年 11 月，在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設

計下，中共成立了「伊哈薩克自治州」，下轄伊、塔城、阿勒泰三個專區。

這個相當於「行政公署級」位階的自治州，即是中共專為前伊寧政權量身訂作

的特殊設置。其後，在初步奠定其「眾建」政治目標的基礎上，中共中央於

1955 年 3 月，重新成立伊區黨委，下轄塔城地委、阿勒泰地委，伊地委

併入伊區黨委，代管中共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委員會。61 

建立各級共產黨組織是中共試圖掌控「三區」的首要步驟，而推行民族區

域自治制度，則是進一步控制「三區」的第二個重要機會。相對於新疆省境內

其他地區，天山以北，阿爾泰山西麓的準噶爾盆地，在族群和文化上要比由沙

漠和綠洲構成的南疆複雜許多。此一狀態為中共提供了見縫插針的機會。「由

下而上」逐級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直接針對「三區」

的狀況，為「眾建」找到合理合法的藉口，以求盡力達成牽制維吾爾人的效果。 

1954 年 7 月之前，新疆省全部的鄉級民族自治地方（十一個，1954 年 7

月減併為九個）和絕大部份縣轄區級民族自治地方（七個之中的六個）都設在

「三區」。在全省六個縣級民族自治地方中，「三區」亦占兩個。1954 年 7

月，中共又將接近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的精河、博樂、溫泉三縣從伊專區

中析出，設置專署級的「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區」，使「三區」變為「四區」。

                                                           
61

  中共中央，〈對新疆建立伊哈薩克族自治州若干問題的批覆〉（1954 年 10 月 30 日），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 0，目錄 6，卷號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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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如後來在前伊寧政權勢力範圍內設置的「伊哈薩克自治州」的情形一

樣，從人口統計的角度看，除最基層的「民族自治區域」（多數鄉級和少數縣

轄區級中，遊牧部落或清朝遺留的戍卒與家眷，由於謀生方式和傳統而居住較

為集中）外，多數「民族自治區域」（縣轄區級、縣級和專署級）中的自治民

族，在該區域內的人口中往往未居多數。即使依照中共在為其「民族區域自治

制度」所做的辯解內容，也難以為上述不合比例的民族自治區域劃分方式提供

依據。此一方式既然缺乏明確的情理和法律依據，剩下的只有中共以「黨的政

策」所作的宣示，即特定地區內的「大民族」，應「照顧其他少數民族」，「以

利增強各民族的團結」。62「黨的政策」顯然只服務於有利中共統治的現實政

治目的，不論稱之為「民族團結」，或是直指其為「分而治之」，一切都是從

北京的立場出發。表 2 顯示出北京利用推行「民族區域自治」之機，在伊寧集

團的大本營，建立了一個盤根錯節的牽制網。當組成這一網絡的族群團體，因

獲得自治民族的地位，而享有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政治資源時，自然成為維吾爾

人追求建立「維吾爾斯坦」，或哈薩克人追求與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合併的

掣肘力量。 

                                                           
62

  中共多次強調作為本地大民族的維吾爾族必須「照顧」新疆其他少數的原則。例見中共中央，

〈關於新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名稱問題的批覆〉（1955 年 4 月 16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

分局，〈關於成立省自治區的指示〉（1955 年 1 月 20 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 0，

目錄 7，卷號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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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共在前伊寧「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實際控制區設置的各級民族

自治地方（1953 年 7 月至 1955 年 10 月。民族自治地方以黑體顯示） 

省

級 
行政公署級 專員公署級 縣級 縣轄區級 鄉級 

博爾塔拉 

蒙古自治州 
   

伊寧 愉群翁回族  

霍城  伊車嘎善錫伯族 

綏定  三宮回族 

塔翁布拉克蒙古

族 
特克斯 

科鐵熱克柯爾克

孜族 
呼爾吉特蒙古族 

夏特柯爾克孜族 
昭蘇 察汗烏蘇蒙古族

胡圖松喀爾遜蒙

古族 
寧西→察布

察爾錫伯 
 米糧泉回族 

伊 

尼勒克  
科克浩特浩爾蒙

古族 

烏蘇 
吉爾格勒特郭楞

蒙古族 
塔爾勒合特蒙古

族 

額敏 
額瑪勒郭楞 

蒙古族 
霍吉爾特蒙古族 

塔城 
瓜爾本舍爾達斡

爾族  

塔城 

和豐→和布

克賽爾蒙古
  

新

疆

維

吾

爾

自

治

區 

伊犂哈薩克

自治州 

阿勒泰   汗德尕特蒙古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伊哈薩克自治州委員會組織部、黨史辦公室，伊哈薩克自治州檔案

局（館）編，《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哈薩克自治州組織史資料

(1949.10-1987. 10)》（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頁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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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織下層牽制網絡的同時，中共也設法就整個前伊寧政權勢力範圍的定

位，作出有利於北京的安排。1954 年 3 月，新疆分局展開「三區」建立民族

區域自治地方的籌備工作。在此之前，中共與伊寧集團雙方就「民族區域自治」

的內涵和形式等問題展開的激烈爭議已落幕，後者並陸續放棄了建立加盟共和

國或自治共和國、中共軍隊退出新疆、新疆未來的民族自治地方應位列大行政

區級等主張。對於伊寧集團和蘇聯仍保有其影響力的「三區」，中共在表面上

並未擺出趕盡殺絕的姿態，並暗示可以對其做出某種特殊安排。不過，中共公

布 1951 年 3 月間在黨內新疆分局和西北局、中央決策層間討論的腹案，即打

算在「三區」建立以哈薩克人為自治民族的民族自治地方，則再度令伊寧集團

感受到威脅。很顯然，參與 1944 年民族主義革命的核心分子，只有少數出身

於哈薩克部落，而革命運動的決策權實際上掌握在維吾爾菁英手中，民族軍的

指揮層也是以維吾爾人為主。因此，在「三區」的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上，伊寧

集團與中共間出現了兩個爭議焦點。 

其一，「三區」的自治民族究竟應該是哪一個民族。伊寧集團引用 1953

年全大陸範圍的統計數據，哈薩克族人口僅占伊、塔城、阿山三區總人口的

40%，不僅在人數上居少數，在教育和經濟的發展程度上，更是遠遠落後於伊

河谷地農耕的維吾爾人；而中共則引用同一統計中的另一個數據，即全國共

有 50.9 萬哈薩克人，居住在伊、塔城、阿山三區者占其人口的 85%。63中共

的主張，表面上完全是站在中國境內哈薩克人的民族區域自治權利的立場，其

又以新疆終將建立以維吾爾族為主體的省級民族自治地方，作為另一支持理

由，讓同樣主張民族平等的伊寧集團幾乎難以辯駁。64 

其二，與前伊寧政權有效管轄範圍重疊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法律地位。

中共是否應比照伊區黨委的省級地位，兌現其對「三區」建立與省級相當的

                                                           
63

  見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伊哈薩克自治州概況》（烏魯木齊：新

疆人民出版社，1985），頁 62。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關於新疆省級自治區名稱等問題

的意見〉（1954 年 8 月 18 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 0，目錄 6，卷號 75。 
64

  司馬義‧艾買提，〈紀念賽福鼎．艾則孜同志九十誕辰〉，《人民日報》，2005 年 3 月 14 日，

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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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署」級民族自治地方的承諾？如前所述，1952 年，基於政策明確轉

向中央集權化，中共在當年便裁撤了因政治上的特殊狀況而設置的八個省級行

政公署區，並且沒有為「三區」破例，重回地方分權舊路的意向。但中共又不

得不對「三區」作出某種特殊安排，只好在其後公布的憲法的體制外，權宜地

設置一個介於省與專署之間的特殊層級。這個身分「妾身未明」的「行政公署

級」自治州，總算可以管轄專署級的「專區」，讓伊寧集團多少保留了一些面

子與裡子。 

不過，中共仍然不樂見「三區」轉為「伊哈薩克自治州」後，名正言順

地保持了地域上的完整性，因此刻意於 1954 年 7 月，將伊寧以北，接近蘇聯

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的精河、博樂、溫泉三縣從伊專區中析出，設置專署級的

「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區」，使「三區」變為「四區」；並在戰略上，對於伊、塔、

阿三區直接通往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的便利性，達到一定程度的阻絕作用。65 

無論如何，由於「三區」，尤其是伊河谷地，已成為近代新疆經濟的重

心，當中共於 1953 年 6 月間，承諾給予「三區」範圍內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

某種超過專署級的行政位階時，已預期到此種特殊地位勢必為伊寧集團的利益

提供相當程度的保障；為了減弱這一效應，中共認為有必要採用非常的行政手

段。1954 年 8 月，中共在喀什市設立「新疆省人民政府南疆行政公署」，直

轄原喀什專區、和闐、阿克蘇、莎車專區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南疆

行政公署」的性質，顯然只是省政府的派出機構，而其代表省政府督導專署級

地方與專署級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形式，恰好與三個月後成立的「伊哈薩克

自治州」如出一轍。66這樣一來，「伊哈薩克自治州」作為高階「民族區域

自治地方」的地位，不啻形同另一個同級省政府派出機構，其特殊性質相應降

低。67 

                                                           
65

  中共中央，〈對新疆建立伊哈薩克自治州若干問題的批覆〉（1954 年 10 月 30 日），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 0，目錄 6，卷號 76。 
66

  《中國共產黨新疆歷史大事記(1949.10-1966.4)》，上冊，頁 106-108。 
67

  參考中國地圖出版社編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沿革地圖集，1949-1999》（北京：中國

地圖出版社，2003），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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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哈薩克自治州的建立，並不代表「三區」自此便可享有退讓後的寧靜。

作為新疆近代與現代史上幾個政治勢力角力的拉鋸區，自治州轄境內行政區劃

和建制的變動，遠較新疆境內的其他政區單位頻繁。其中自治州首府在伊寧和

奎屯二城之間數次往返搬遷，伊地區兩度撤銷又恢復，縣市的名稱和設置多

次更改。這一切，都與中共國內和國際政治的需求密切相關。 

1958 年，中共再度從塔城專區中，將新建的石油工業基地附近一萬餘平

方公里的區域單獨劃出，設立專署級的克拉瑪依市，直接隸屬於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68此舉意在進一步強化對於準噶爾盆地西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在

「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伊哈薩克自治州各縣將境內共 118 個縣轄區，全部

直接改建為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政（權）、（公）社合一」的人民公

社。人民公社體制的設計和實踐，從某種角度看，的確顯示出中共對於新疆的

控制程度，一舉超過了漢、唐、清和中華民國時期，終於直接滲透到基層；同

時，漢人政治勢力的直接控制延伸到準噶爾盆地和阿爾泰山，對於十九世紀中

期以來一向必須忍耐北方霸道強鄰的中國而言，更有地緣政治和戰略上的重要

意義。 

然而，此後發生的一個事件，卻也顯示出人民公社體制─此一由行政區

劃手段和黨一元化體制結合而成的化身─脆弱的一面。1962 年 4-5 月間，與

蘇聯接壤的塔城、裕民、霍城三縣，超過六萬名以人民公社社員為主的新疆邊

民越過邊境，逃亡到蘇聯，致使邊境地區的人民公社陷入解體狀態。69中共最

終之所以能度過此一危機，實得益於它同時經營的另一個「省中之省」─主

要由前國民政府軍和部份解放軍退役軍人組成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大規

模逃亡事件發生後，中共緊急徵調該兵團員工，以「代耕、代牧、代管」的名

                                                           
68

  中國共產黨伊哈薩克自治州委員會組織部、黨史辦公室、伊哈薩克自治州檔案局（館）編，

《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哈薩克自治州組織史資料(1949.10-1987.10)》（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頁 177。 
69

  該事件在中國大陸稱「伊塔事件」，北京方面的學者傾向認定事件緣於蘇聯煽動，相關研究可

參考李丹慧，〈對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歷史考察〉，收入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

從聯盟走向對抗》，頁 480-509。筆者以為，大躍進失敗是事件的更重要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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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到邊境人民公社設置農場，藉此隔絕了維吾爾、哈薩克邊民與他們在邊界

另一側的同胞。從北京的角度看，此次危機凸顯十二年來中共統治新疆策略的

侷限，但同時也可化為轉機，為北京放手運用更為有效的控制手段提供了藉

口。它促使中共省察到，北京以民族平等為號召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

制度」，對於邊疆非漢民族中那些擁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與漢人的近代歷

史經驗迥異的族群而言，是缺乏吸引力的；北京絕不可能寄望於透過為少數民

族提供「真誠幫助」，直接換取他們對中國的認同和效忠。於是，中共決心不

惜代價，將具有單純的國家認同、相對可靠的漢族人口儘量擴散到新疆各地，

尤其是最可能成為分離主義前哨的邊境地區，牽制、甚至取代那些具有多重認

同、不那麼可靠的非漢民族。 

1954 年 2-11 月期間，中共在新疆省境內共建立 16 個鄉、縣轄區級、6 個

縣級，4 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簡稱「專署」、「專區」，1967 年後改稱「地

區」）級，以及 1 個行政公署（後改為「副省」）級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完成

了在〈新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計畫〉中被列為應優先進行的工作。70 

1955 年 9 月 30 日，「新疆省第 1 屆人民代表大會第 2 次會議」宣布撤銷

新疆省建制，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境內其他十二個「世居民族」中，

除俄羅斯族和滿族因人數較少，居住分散，未設置自治單位外，其餘皆設立了

自治地方。71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五個省級民族自治區中，新疆仍是唯一完

整具備四級自治地方的區域。 

由此可見，中共在其黨國太上統治和漢人在各級黨政部門實質的控制之

外，又以「民族」和「區域自治」兩項手段，編織了一個繁複而精緻的網絡，

分散了「突厥穆斯林」相對集中的文化和政治資源，使得在新疆民族自治地方

居絕對多數，名義上又是自治主體民族的維吾爾人，受到本地其他民族的多方

牽制。 

                                                           
70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 年—1966 年 4 月）》，卷

1，頁 265。 
71

  參考厲聲主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頁 233。 



民族自治與中央集權 

 -117- 

表 3：新疆各級民族自治地方建立時自治民族所佔當地人口比例 

行政層級 
民族自 

治地方 
建立時間 

當地民

族數量
自治民族 

自 治 民 族

所 佔 人 口

比例 (%) 

縣級 焉耆 1954 年 3 月 15 日 8 回族 32.70 

 
察布查爾

Qapqal 
1954 年 3 月 25 日 6 錫伯 28.00 

 木壘 Mori 1954 年 7 月 17 日 9 哈薩克 33.00 

 
和布克賽爾

Hobosar 
1954 年 9 月 10 日 7 蒙古 58.00 

 
塔什庫爾幹

Tashkorgan 
1954 年 9 月 17 日 6 塔吉克 78.10 

 
巴里坤 
Barkol 

1954 年 9 月 30 日 8 哈薩克 31.00 

專署級 
巴音郭楞

Bayangol 
1954 年 6 月 23 日 12 蒙古 35.00 

 
博爾塔拉

Bortala 
1954 年 7 月 13 日 13 蒙古 24.80 

 
克孜勒蘇

Kizilsu 
1954 年 7 月 14 日 11 柯爾克孜 36.00 

 昌吉 1954 年 7 月 15 日 11 回族 37.00 

行政公署級 伊 1954 年 11 月 29 日 12 哈薩克 53.47* 

省級 新疆 1955 年 10 月 1 日 13 維吾爾 75.40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干調

查資料彙編》（內部發行，1956）。 

*該數據是扣除伊哈薩克自治州「代管」的「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口數後得出的。若包含

博州人口，則哈薩克人在「三區」的比例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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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四個省級民族自治區的經驗  

（一）內蒙古：蒙古人成為少數 

1940 年代，相對於國民政府在內蒙古地區的行省化措施仍停留在表層的

狀況，尚屬在野造反團體，又接近北部邊疆的中共，則反過來利用非漢民族的

反漢情緒和分離主義傾向。對日抗戰爆發後，中共軍隊趁機進入鄰近「陝甘寧

邊區」的內蒙古地區，在河套、綏遠地區建立「大青山根據地」，並利用蒙古

族的中共黨員雲澤（烏蘭夫）等人，介入並利用「內蒙古自治運動」。 

中共在內蒙古的工作方針，是將該地區導向中共版「民族區域自治」的軌

道，即追求建立作為「中國人民民主政權組成部份」的「自治政府」，而不是

「獨立自治」。1945 年底，中共主導下的內蒙古左翼民族主義人士，在張家口

成立「內蒙古（西蒙）自治運動聯合會」；1946 年初，在東蒙成立「東蒙古自

治政府」；1947 年 4 月，在王爺廟（烏蘭浩特）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自治

政府之下，設立四級政權：一、盟；二、縣、旗、市；三、努圖克（農區）或蘇

木（牧區）；四、嘎查或巴格（行政村，在農區稱嘎查，在牧區稱巴格）。72 

表面上，中共強烈譴責國民黨「大漢沙文主義」政策傷害弱小民族權益，

但在實際面，中共因勢利導，不僅為蒙古人的反漢情緒找到了出口，同時藉蒙

古族出身的幹部，滲透到內蒙古盟旗內部的傳統權力核心；更重要的是，中共

採用與國民黨不同的逆向思考方式，「大方」地放棄「行省」的無用外殼，以

「民族自治」的名義，將西蒙各地漢人墾殖者業已在人數上居於優勢的現實就

地合法化。因此，中共在建政前後，劃定內蒙古自治區的行政管轄範圍時，刻

意將國民政府和滿洲國時期歸併於若干行省的原內蒙古盟旗，全部劃歸內蒙

古。為此，中共甚至不惜非正式地將內蒙古自治區與「大行政區」並列，使自

治區得以統轄一度同時存在的綏遠省。  

                                                           
72

  參考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蒙古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第八

章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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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時，實際轄境加擬議中的轄境為興安、嫩江、黑龍江、

吉林、遼北五省的蒙古盟旗。1949-1950 年間，中共中央東北局將五個省的盟

旗，加上熱河省的昭烏達盟、察哈爾省北部的大部份縣分，劃入自治政府轄區；

自治政府也由位於東蒙的烏蘭浩特市遷往靠近北京，原隸察哈爾省的張家口

市。1950 年 1 月，周恩來召見烏蘭夫等人，告知北京將歷史上屬於內蒙古的

區域劃歸內蒙古，建立東西部統一的內蒙古自治區的決定；並依據烏蘭夫的建

議，將自治區首府設在綏遠省省會歸綏市。 

1952 年 5 月，中共中央核准中共華北局〈關於內蒙古與綏遠工作關係問

題的四項解決辦法〉，主要內容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遷駐歸綏市；

綏遠省人民政府由政務院和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雙重領導，但各有重點，省

的一般行政事宜和非民族自治區領導重點在中央，轄區內各盟旗民族事務領導

重點在內蒙古。」1954 年 1 月，內蒙古自治區與綏遠省正式合併，綏遠省撤

置。73 

在一系列歸併、撤置（興安、嫩江、遼北、熱河、察哈爾、綏遠等省全部

撤置）後，內蒙古行省化進程在表面上完全終結。結果，在占地廣大的蒙古民

族自治區內，蒙古人的比例下降為 16.2%。74 

然而，讓包括（漢化程度很深的）烏蘭夫（雲澤）在內的內蒙古民族主義

者無奈的是，內蒙古「自治區」和它的前身「自治政府」都是在「漢族革命者」

幫助之下建立的，總不能由這個政府將（居區域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兄弟」

驅逐出境吧！ 

（二）廣西：「僮族」自治區域的作用 

內蒙古的「民族區域自治」化，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民政府在 1920 年代

末期和抗戰勝利後所追求的內蒙古行省化的效果，這一點，似乎沒有太多爭

                                                           
73

  內蒙古自治區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內蒙古自治區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卷 58，〈區域建置志〉。 
74

  閻天靈，《漢族移民與近代內蒙古社會變遷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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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但是，中共在新疆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時所面對的問題比內蒙古複雜。

維吾爾等突厥語穆斯林似乎從中爭取到較內蒙古的蒙古人更多的民族權益，其

中最明顯的便是自治民族在區域人口中的比例，以及針對牧區的寬容政策。即

便如此，維吾爾人顯然仍抱持相當程度的不滿。對於中共而言，假如新疆的特

例成為所有少數民族都要求比照的通例，依然會減弱中共對各地方、各少數民

族的有效控制，進而分散其精力，反過來減弱其對新疆的控制。而且，由於蒙

古人和維吾爾人在近代史上都曾有過追求民族獨立的政治運動，內蒙古和新疆

省級民族自治地方的設立，很容易被其他少數民族視為中共與民族分離主義者

之間達成的折衷方案，而不太像是中共設想中的中央集權單一制國家中穩定的

地方組織形式。為了避免這種「誤解」導致危險的連鎖反應，中共乃決定儘快

將省級民族區域自治普遍化。 

廣西、寧夏兩個省級民族自治區域的建立，即源於此一思維。廣西省西部

和雲南省東南部山區，是一些使用漢藏語系侗台語族語言的群體集中分布的區

域。中共在 1950-1954 年進行的第一階段「民族識別」中，「識別」出包括僮、

布依、侗、傣等群體在內的 38 個「少數民族」。從歷史的角度看，「僮族」

並不像那些可以追溯出相對可靠歷史淵源的民族，有著清晰的歷史脈絡可供追

尋；其本身又處在極度缺乏整合的狀態，並未產生民族認同，更未提出民族自

決的要求。 

阻礙「僮族」民族整合、產生民族意識的因素大致有六個方面： 

一、「僮」人聚居於崇山峻嶺之中，長期缺乏各項近代交通建設，既阻礙

其與包括漢人在內的外界整合，也阻礙了其內部的整合。 

二、自秦朝至明朝間，漢人移民一直集中於廣西東半部地勢較為平緩開闊

的地帶。「中國」王朝對廣西長期實行鬆散的間接統治（羈縻府州、土司制度

等），由眾多的土司各行其是，互不統屬；即使在明朝「改土歸流」後，各地

土司的後裔仍保有實際的影響力。 

三、語言文字：僮語本身有兩種主要方言和數種次方言，相互之間固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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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以溝通，但仍有很多鄉村的「僮」人，認為自己使用的是不同於「僮語」

的另一種語言。在中共制定拉丁化僮文前，僮語亦缺乏一致的書寫系統（創始

於九世紀，模仿漢文的表意僮文從未通行）。 

四、生活文化：在多山的廣西西部、雲南東南部，「僮」人通常只能接觸

到村寨周邊的極小範圍，因而在文化習俗上又顯現出相當大的差異。文化人類

學界，尤其是受限於政治意識形態的中共民族學界，只好將這種現象解釋為「僮

族的支系」。事實上，在接受中共的民族識別觀念後，這些「支系」的人們更

傾向於認為自己是獨特的民族，而非與其他支系同屬「僮族」。另一個矛盾的

例子是，被認定為「布依族」的群體，反倒覺得他們與「僮族」很接近。 

五、宗教文化：與藏人和穆斯林諸民族不同，「僮族」並沒有統一的宗教

信仰，也缺乏宗教組織；他們普遍保持原始信仰與祖先崇拜，不同的村寨往往

崇拜不同的自然神、不同的祖先；除道教外，佛教與西方宗教的傳播並不順利。 

六、歷史記憶：在漢人普遍抱持優越感，歧視非漢少數民族的環境下，多

數「僮」人恥於表露自己的非漢人身分，他們往往假託自己的祖先來自中原省

分，並利用業已漢化的姓名，虛構家譜，世代傳承，將自身的血統與歷史上顯

赫的漢人望族連結在一起。未察覺到這一問題的學者，往往以此為論據，論證

僮族源自北方移民（當「僮族」建構完成後，當代的學界又比較傾向認定其為

嶺南土著的假說）。即使如此，在當代的僮族中，仍有相當比例的人拒絕否定

前述虛構家譜的可靠性；另有一些人則認為僮族不過是講土語的漢人。 

由於上述原因，1950 年之前，「僮族」使用各種不同的概念表述他們自

己，唯獨沒有建立「僮族」的概念。75 

但對於統治整個中國大陸的中共而言，不去利用漢族以外人口數量最多的

少數民族─僮族─這個潛在的龐大政治資源，去追求整體國家利益，是殊

難想像的，何況這個龐大的人群還如此溫馴。中共以極主動的姿態鼓勵「僮族」

                                                           
75

  相關研究可參考 Katherine Palmer Kaup, Creating the Zhuang :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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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治的權益，推動建立「廣西僮族自治區」，其動機未必在於設法找出統

治僮人的最好辦法，反而在於藉此達成其他若干方面的政治目標。 

明顯可見的幾個用意是：其一，藉由賦予僮族建立省級區域自治的地位，

混淆複雜的西藏、新疆和內蒙古的民族議題。北京可以藉此向人口數量遠少於

僮族的藏、維吾爾、蒙古人宣稱，連僮族都可以欣然接受中共的各項民族政策，

藏、維、蒙族有何不可？從而掩蓋後三者具備的─對於中國而言是危險的

─特徵：皆具有高度發展的文化、具有（曾建立古代甚至近代國家等等在通

常情形下被現代世界接受的）足以獨立建國的條件。76 

其二，藉由整合溫馴的僮族，使之成為中央政府的盟友，可以牽制嶺南地

區的地方主義。近百年來，後者經常強大到足以顛覆中央政權，其棘手的程度

不見得低於蒙、回、藏區的民族分離主義。較之僮、侗、苗、瑤等南方非漢民

族，兩廣使用粵、客方言的漢人，反而發展出共同的嶺南認同。這一傳統的歷

史淵源相當久遠，秦漢以降，嶺南曾多次處在準獨立狀態之下；撼動或推翻清

朝的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取代北洋政府的國民黨勢力，皆源於廣東、廣西二

省。77學界甚至有人依據上述漢人的文化與認同，將之歸為「次民族」(subethnic 

group)。顯然，提升僮族的地位將意味著同時貶抑兩廣漢人的勢力。78中共後

來將久隸廣東的欽州地區劃歸廣西，使廣東不再與越南接壤，廣西亦得到了出

海口，也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 

其三，藉由創造、整合、提升僮族的地位，杜絕民族主義和「泛」民族主

義的影響。中共未必如當代政治學界所判斷的那樣，低估了「創造」僮族可能

產生民族分離主義副產品的可能性，相反地，它注意到僮人其實是「跨境民

                                                           
76

  G. F. Hudson, “The Nationalities of China,” in G. F. Hudson ed., St. Anthony’s Paper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0), p. 61. 
77

  George V. H. Moseley III,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Fronti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85. 
78

  Diana Lary, “The Tomb of the King of Nanyue–The Contemporary Agenda of History: Scholarship 

and Identity,” Modern China 22:1(January 1996), pp. 21-22. 事實上，面對兩廣漢人抵制中央政府

的傾向，中共分別於 1952-1953 年及 1958 年兩度展開「反地方主義」運動。見「習仲勛主政廣

東」編委會，《習仲勛主政廣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第九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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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僮人、布依人與越南北部的儂人、岱人幾無差異，甚至與寮國的老撾人

和泰國的泰人都有密切的語言文化淵源。而二十世紀前半期發源於中南半島，

以推動包括廣西、雲南等地侗台語族區域脫離中國，併入泰國為目標的「泛泰

主義」，也肇源於這一文化人類學的發現。79正如史達林及其追隨者盛世才在

蘇聯和新疆所做的那樣，透過「民族識別」，塑造「僮族」的歷史記憶和民族

認同，將邊疆乃至跨境而居的族群轉化為現代中國國家境內的「少數民族」，

並強調此一獨特性，反而有助於消除「泛泰主義」的潛在影響。 

當然，中共這樣做，必須輔以將僮族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論述，同

時也必須透過採用「合」的方案，將漢人在人口和經濟上皆具優勢的廣西省，

直接改制為廣西僮族自治區，最大限度地達成漢人與侗台語族各族群間相互牽

制的效果。 

依照中共在 1950 年代的「民族識別」結果，僮族人口 90%以上聚居在廣

西省，但僅居廣西省總人口的 34%，居住面積占廣西省總面積的 60%。1952

年 12 月，中共在僮族聚居區成立廣西省轄下的專署級「桂西僮族自治區」。

1956 年 8 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召見包括僮族共產黨幹部韋國清等在內的九

名廣西省委常委，主動提議在廣西建立省一級的僮族自治區。1957 年 3 月，

周恩來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座談會上發表談話，推銷其正視「僮族」

的民族身分、採取「合」的方案，納入包括漢人聚居區在內全部廣西省範圍，

建立省級「僮族自治區」的主張。 

針對有關人士認定僮族「沒有特點，同漢族差不多，建立省一級僮族自治

區不是很必要」，周恩來辯稱：「僮族留下來的歷史痕跡是比較少些，但不能

說比滿族少，僮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化，……毫無疑問應該承認僮人是一個民

族。……在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已經建立，西藏自治區正在籌備

的情況下，建立省一級的僮族自治區顯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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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泰主義(Pan-Thaiism)思潮的形成與泛突厥主義十分相似。相關研究，可參考何平，《從雲南

到阿薩姆：傣—泰民族歷史再考與重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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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繼而強調「成立僮族自治區分與合兩個方案問題」，表示：「在醞

釀成立廣西僮族自治區的過程中，曾經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是在廣西省的建制

基礎上，改建為廣西僮族自治區，稱為合的方案；一個是把廣西一分為二，東

部保留廣西省的建制，西部建立省一級的僮族自治區，稱為分的方案。……廣

西漢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小，僮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將來發展工業、擴大

農業，大部份在少數民族地區。可見合則兩利，分則兩害。」801957 年 8 月 4

日，周恩來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於青島舉辦的民族工作座談會上，再度主張

將廣西建成「一個民族合作的自治區」。81中共在此陳述的理由，早在新疆成

立克爾柯孜自治地方時，即已使用過，並且同樣透露著利用漢人與少數民族相

互牽制的意圖。 

1957 年 7 月，第 1 屆全國人大第 4 次會議核准周恩來的議案：撤銷廣西

省建制，成立廣西僮族自治區，以原廣西省的行政區域為廣西僮族自治區的行

政區域。 

1952-1954 年，中共曾將自明代以來即已劃屬廣東的合浦郡─欽州地區

劃歸廣西省，1954-1965 年再劃回廣東。1965 年間，在更名為「廣西壯族自治

區」時，再度收到欽州地區劃歸廣西的禮物，廣西因而有了出海口。82 

（三）寧夏與西藏：壓縮自治民族的地理空間 

繼內蒙古、新疆、廣西之後，中共於 1958 年設立寧夏回族自治區，1965

年設立西藏自治區，完成了五個省級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設置。在寧夏和西

藏，中共控制「自治民族」的模式有所變異，但不信任非漢民族的心態並未改

變，目標也始終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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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民族區域自治有利於民族團結共同進步（在全國政協委員會召開的關於建立廣西僮

族自治區問題座談會上的總結發言）〉，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室

編（以下略），《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論民族問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頁 146-159。 
81

  周恩來，〈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1957 年 8 月 4 日）〉，收入《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

人論民族問題》，頁 162-189。 
82

  相關研究可參考何龍群，《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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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進行「民族識別」之前，大部份中國人對於「漢回」（漢語穆斯林

─使用漢語，但信仰伊斯蘭教的群體、「中國回人」、「東干」）與「纏回」

（中亞突厥語穆斯林）不同的歷史淵源及現實特徵差異的了解極其有限。83對

於漢人而言，「回回」、「回民」等概念只代表「伊斯蘭教徒」─「穆斯林」。84

這樣的認知，意味著漢語穆斯林只是信仰特定宗教的中國人。 

漢語穆斯林群體與宋元之際來自西亞、中亞的穆斯林移民有著血緣和宗教

文化的淵源，儘管他們在情感上長期保有對自己的移民祖先和「回回祖國」的

共同想像，保有與漢人相區隔的意識，並且此種意識顯然超出了地方意識，但

是，該群體成員之間唯一可以辨識的共同點，僅止於伊斯蘭信仰。85明、清以

來，為澄清統治當局加諸的反叛罪嫌，漢語穆斯林宗教上層更堅持強調回回「爭

教不爭國」的原則。86事實上，作為一個群體，漢語穆斯林從未從宗教意識中

發展出以政治自主為目標的強烈政治意識。與其說漢語穆斯林期待政治上的自

治，不如說他們更期待官方確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中共將所有漢語穆斯林「識別」為「回族」。經過統計，「回族」人口僅

次於僮族和維吾爾族，在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中居第三位。中共體察到這一因

素所代表的政治意義，做出盡力滿足漢語穆斯林菁英長期期待的姿態，宣示只

有為回族設立一個省級自治區，才能與其歷史與現實地位相稱。事實上，中共

針對漢語穆斯林的「識別」、定位及建立省級自治地方的動機，與「僮族」的

例子相近，首先是賦予其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身分，藉以將他們與作為全球性

普世宗教信徒的億萬穆斯林兄弟區隔開來；其次，達成在新疆和全國範圍內利

用漢語穆斯林牽制（以維吾爾人為主，分離傾向較強的）突厥語穆斯林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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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阿桂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56），卷 49，〈欽

定蘭州紀略二十卷〉。 
84

  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p. 215-217. 
85

  Dru C.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6-97. 
86

  姚大力，〈「回回祖國」與回族認同的歷史變遷〉，《中國學術》，2004 年第 1 輯，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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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民國時期的新疆軍政領袖，從楊增新到盛世才，無不玩弄「以回（東

干）制回（維吾爾等）」的把戲。 

然而，中共對擁有壯烈反抗史的漢語穆斯林同樣並不放心，故只選擇區域

內回族人口不足全國回族總人口 20%的寧夏省，建立省級民族區域自治地方。

儘管中共從浙江、江蘇等省動員包括一部份漢語穆斯林在內，超過十萬的青壯

年人口「支援寧夏」，87漢族在寧夏區域人口中的比例仍超過 65%，居於穩定

多數。 

在西藏問題上，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中共難以透過將大量漢人移往西藏

的辦法，徹底改變西藏的民族構成比例，只好繼承並鞏固國民政府在安多

(Amdo)與康區(Kham)的行省化遺產，將「西藏自治區」的範圍侷限在 1930-1932

年青藏、康藏戰爭之後，噶廈政府的有效統治區域內。 

1951 年，中共在與西藏噶廈政府談判簽訂《17 條和平協議》時，各自做

出妥協，同意以 1932 年的實際停火線為界限，作為「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

管轄區。故爾，中共首先默認昌都地區不受西康省管轄的現實，將金沙江以西

的康區劃為省級的「昌都地區」，接受北京「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的雙重管轄；繼而於 1955 年撤銷西康省建置，將該省金沙江以東地區併入四

川省；1956 年，將省級的昌都地區併入「西藏地方政府」轄區，成立「西藏

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此後，中共將青海省管轄的藏族聚居區範圍確定為安多

西部及康區的噶瓦、囊謙部落；安多東部分別劃入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和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康區東部分別劃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和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另有部份地區以自治縣、民族鄉的形式劃入甘

肅、四川等省，如華銳（天祝）藏族自治縣和木里藏族自治縣等。 

西藏政教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出亡後，中共於 1965 年以「西藏地方政府」

轄區為範圍，成立「西藏自治區」。如此一來，中共在藏人居住區以「民族區

                                                           
87

  見中共浙江省委，〈關於動員青年支援寧夏回族自治區社會主義建設的指示（1958 年 12 月 16

日）〉，收入浙江省檔案局編，《西部發展與浙江》（杭州：內部印行，1999），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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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自治」為名所做的行政區劃調整，形式上反而比較接近清朝雍正時期的狀態。 

雖然在 1965 年，「西藏自治區」的藏人居區內人口總數的 90%，但這部

份藏人僅佔（包括青海、甘肅一部、四川一部、雲南一部在內）青康藏高原藏

族總人口的 53%。88換言之，有近半數的藏人並不能在他們居住區域內享有省

級的民族區域自治。 

六、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整體政治效應 

在清末、民國開始推動邊疆行省化之前，邊疆非漢民族長期處於半自治狀

態；行省化進程開始後，新建行省內的非漢民族依然保有某些實質自治的空

間。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施後，非漢民族的自治反而逐漸步向空殼化。 

儘管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設計消除了非漢民族選擇與中國分離的法律依

據，也在實質上壓縮了非漢民族的自治空間，北京依然得面對這一制度設計中

潛在的離心因子。儘管中共自許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和人類社會的方向，在

1950 年代的政治現實中，它依然是一個繼承王朝遺產，以農耕漢人傳統居住

區為核心基地的「中國」政權。受到地理和長久以來歷史因素的制約，要在包

括非漢民族聚居區在內的全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追求單一制之下中央集權的

目標，除了運用民族平等理論等革命論述與共產黨組織、動員力，應對非漢民

族的民族意識挑戰外，仍然必須借鑒王朝和中華民國長期累積的，藉由調整行

政區劃「改土歸流」、化間接統治化為直接統治的經驗，雙管齊下。 

為了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最終打造成為一個能夠從根本上遏止非漢民

族分離傾向的政治、行政體制，北京利用推行「民族區域自治」過程中必經的

行政區劃設計、建制和調整過程，尋求達成五個方面的具體效果。 

其一，透過「自下而上」逐步建立「民族區域自治」的行政區劃體系，建

構出一個金字塔形的政治和行政網絡；並在民族自治區域內，增加管理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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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統計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區劃地名司」。參見戴鈞良，〈行政區劃 50 年回

顧與總結〉，《中國方域：行政區劃與地名》，1999 年第 5 期，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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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行政管轄範圍「疊床架屋」的局面，達成「多封眾建」、「分而治之」之

效。 

其二，藉口民族區域自治原則的普遍化，在特定行政層級的主體民族自治

區域內，星羅棋布地安插較低層級的其他自治民族區域，將自治主體民族或人

口較多的少數民族，置於與其他族群的結構性競爭之中，達成「以夷制夷」之

效。 

其三，藉口協助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透過擴大民族自治區域的行政管轄

範圍、或者推動漢人移民，使漢人在法律上正式成為民族自治地方的多元民族

之一，使自治民族在區域內人口比例中居於相對少數；漢人得以藉著人口、經

濟、文化等方面的優勢，對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項事務產生實質影響。在移民開

發下，邊疆經濟、教育的進步，又有助於縮小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漢人地區經

濟與文化的差異。 

其四，在無法採行上述手段時，透過改變地方行政區劃，將同一民族分割

到不同的行政區域中，達成「犬牙交錯」的效果，弱化自治民族的文化一體感

及政治凝聚力。 

其五，在各級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名正言順地建立擁有決策權的黨體系，藉

此將黨的組織和細胞根植到下層，同時操控行政機構，等於更徹底地改土歸

流，將歷史上王朝對邊疆的間接統治真正化為直接統治。 

整體而言，民族區域自治體系的設計與實踐，對於北京更具有長遠、深層

的結構性意義：透過學術與政治考量混合在一起的「民族識別」過程，以及繼

之而來的「自下而上」建置「民族自治區域」的行政措施，當局一方面藉「民

族平等」、保障最弱勢民族的名義，透過讓政治和行政資源向人數較少的少數

族群傾斜的舉措，達成了以弱小族群牽制人數較多、政經勢力足以挑戰漢人與

共產黨的較大族群的目標；另一方面，透過讓那些居住在極偏遠地區，又極度

缺乏民族意識的少數民族，在漢人人口居多數的區域成為自治主體，也同時達

成了壓制漢人悠久而棘手的地方主義傳統的目標。如此一來，中共既贏得了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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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鼓勵民族自覺，保障少數與弱勢權利的令名，又以公平仲裁者的身分，堂而

皇之地強化了中央集權。 

應該注意到，中共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之間，

仍存在難以弭平的差距。世界各國的內部自治，都是一種追求同時達成國家整

合和保護少數族群脆弱權利兩項目標的妥協性設計。國家意圖藉由自治體制確

認主權，少數族群則將自治視為與現行統治者討價還價，乃至追求終極獨立的

中間步驟。因此，只要少數民族與中央政府在民族區域的主權歸屬問題上存在

歧見，便會將一切自治安排視為名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例子上，北京設計

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行得愈徹底，維吾爾人和藏人的不滿便愈強烈。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五期 

 -130- 

圖 1 1949 年中華民國邊疆政區 

 

 

 

 

 

 

 

 

 

 

 

 

 

 

 

 

 

 

資料來源：圖1-3為筆者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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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95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邊疆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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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暨區內自治州以上民族自治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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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Autonomy versus Centralization 
—How Beijing Integrated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into the State in the 1950s 

Wu Zhe* 

Abstract 

In the 1950s, the Communist regime’s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policy replaced the earlier “centralization” policies of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regard to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In a fashion similar 

to the Soviet Union’s titular nations, a number of areas associated with one 

or more ethnic minorities were designated as autonomous with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se areas were recognized in the PRC’s constitution 

and nominally given a number of rights not accorded to other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However, this act did not mean tha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in 

fact changed earlier national goal of integr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PRC 

inherited the experiences of centralization and anti-separatism from previous 

Chinese regimes as well a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rough administrative 

techniques was able to keep latent separatism under control. 

In Xinjiang, the PRC operated a policy of “from the bottom up and 

reestablishing feudal lords to lessen their (individual) strengths.”  Beijing, 

established numerous non-Uyghur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ethnic 

townships and autonomous counties to autonomous prefectures, which 

diluted and diverted the Uyghurs’ political resources.  In the four other 

provincial-level autonomous regions—Inner Mongolia, Guangxi, Ningxia 

and Tibet—autonomous ethnic groups either became minorities in their own 

Autonomous Regions, or else found their geographical space diminished.  

Keywords: centralizati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separ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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